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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以主要釐清以下三個問題為目的。 

(1)亞洲論述與漢文、江戸學術：抵抗「中國」與「西洋」 

(2)亞洲論述與藩閥政治、西洋政治思想：追尋「共和」與擴

張「帝國」 

(3)亞洲論述的越境：亞洲論述在清末民初中國的接受與抵抗

  在前述第一個問題意識之下，筆者延續完成前年的研究

構想，撰述、修正〈面向海洋，成為西洋―#8213；「海國」

想像與日本的亞洲論述―#8213；〉一文，已被接受刊登於

《文化研究》（14 期，2012)。在計劃期間，也將論文翻成

英文，在葡萄牙的波爾圖大學（University of Porto）舉辦

的國際會議發表。論文名為 Facing The Sea, Becoming The 

West: The Imagination of Maritime Nation and the 

Discourse of Asia in 19th Century 。在此文中，筆者將

從「陸權國家」與「海權國家」鬥爭的世界史構想出發，從

18、19 世紀日本知識人話語中，去看日本如何從一個「島

國」變成向外開放的商業文明的「海國」乃至「海權國

家」，及最後欲成為「陸權國家」而終至失敗的過程。又，

在此基礎上，筆者進一步探究日本的「海國」想像與其在近

代亞洲的擴張之關聯。 

  此外，在前述第二、三個問題意識之下，已發表〈「共

和」概念與十九世紀日本與中國之政治思想―#8213；從概念

的翻譯到相關政治論述的展開、轉折―#8213；〉一文，目的

修正草稿，吸收新知，準備發表中。此文的主要目的是，就

日本政治思想的發展，特別是政體論述，釐清「共和」與其

相關概念在日本翻譯、接受與展開、轉折的過程。特別是就

漢文脈與和文脈等不同文脈間翻譯的角度，然後從「政治論

述史」的角度，就幕末樹立雄藩聯合政權的行動與論述，及

明治時期的自由民權相關政治論述，乃至亞洲主義相關論述

去探尋「共和」概念在近代日本思想史與中國思想史的意

義。 

 

中文關鍵詞： 日本、西洋、海國、共和、亞洲論述 

英 文 摘 要 ：  

英文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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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報告內容 

 

1 前言 

  本計劃名為〈十九世紀日本之亞洲論述的展開與越境──抵抗「西洋」、追

尋「共和」、擴張「帝國」──〉。本計劃主要是承續、修正去年度的計畫，故與

前計劃内容有所延續，主要從思想史的觀點，聚焦於日本的亞洲觀等問題，針對

十九世紀日本知識人的亞洲想像與論述進行研究。 

  

2 研究目的 

近年來，由於東亞共同體等地域整合構想廣被討論，所以不管是在中國語圏

或日本、歐美中，亞洲主義或脱亞論等亞洲論述一直是受到關注的熱門問題，相

關研究亦很多。大多數的相關研究（特別是中國語圏中的研究）集中在討論二十、

二十一世紀的亞洲主義的意識形態性、亞洲想像的政治性等的問題，對於十九世

紀（尤其前半段）之亞洲論述的研究則不多，且多是從當代問題意識投射到十九

世紀而論述、整理的，故常用從連帶到侵略等既有的視角來理解之。但「亞洲」

這一歐洲人發明的概念之所以能成為重要的思想史概念實與江戸後期乃至明治

期的漢學與國學、蘭學等江戸學術的知識交流、交錯習習相關，故本研究將從江

戸思想史出發，儘可能地内在於江戸的歷史與社會、語言，從漢學與國學、蘭學

等知識的交錯過程中，從江戸與明治之連續性的觀點去重新整理、探究十九世紀

日本的亞洲論述之歷史形成過程與其在十九世紀末越境到中國的思想史意義。而

且，在江戸末期與明治初期的亞洲論述中，吾人可看到具侵略性的主張外，更可

見到連帶朝鮮但對抗中國等主張，更有著以亞洲聯合為中程目標以建立世界政府

的諸種主張。可知十九世紀日本的亞洲論述非常複雜，不能僅從脱亞或興亞、侵

略或連帶等既有視角理解之。 

  故本研究以主要釐清以下三個問題為目的。 

(1)亞洲論述與漢文、江戸學術：抵抗「中國」與「西洋」 

(2)亞洲論述與藩閥政治、西洋政治思想：追尋「共和」與擴張「帝國」 

(3)亞洲論述的越境：亞洲論述在清末民初中國的接受與抵抗  

  總之，本研究企圖從與竹内好等重要的思想家不同的角度來研究近代日本之

亞洲論述的問題。主要目的在於釐清十九世紀及其以前的亞洲論述，論證亞洲論

述如何幫助日本與中國相對化華夷秩序觀，成為抵抗「西洋」、追尋「共和」、擴

張「帝國」的思想資源的過程。並且，以之為研究二十、二十一世紀之亞洲論述

之基礎，以深化臺灣的日本思想史研究，進而以找出可在今日運用的思想資源為

目的。 

 

3 文獻探討 

  在上述目的意識下，本研究在研究過程中，探討了林子平《海國兵談》、吉

田松陰《幽囚錄》、佐藤信淵《經濟要錄》、佐藤鐵太郎《帝國國防史論》、《東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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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報告》福本日南、《海國政談》、福澤諭吉《文明論の概略》、德富蘇峰《大

正の青年と帝國の前途》、Mahan, Alfred Thayer (エ−・テ−・マハン)《海上權力

史論》(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等第一手文獻，論述

日本的「海國」想像與其在近代亞洲的擴張之關聯（詳細分析，請見附錄論文）。 

又，利用渡邊華山《外國事情書》、穗積陳重，《法窗夜話》、《横井小楠遺稿》、

《西郷隆盛全集》、《明治文化全集 憲政篇》、《中江兆民全集》、《明治文化全集 

自由民權篇下巻》、《宮崎滔天全集》《孫中山全集》（《飲冰室合集》《清議報》等

第一手文獻，釐清「共和」與其相關概念在日本翻譯、接受與展開、轉折，並越

境到中國的過程。 

 

4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從出版文化論、翻譯論、政治思想史等觀點，然後從對抗與吸收中

華中心主義(華夷思想)、抵抗與學習「西洋」、追尋「共和」、擴張「帝國」等思

想的交錯來分析日本幕末明治時期乃至中國清末期的政治思想。特別在討論「共

和」問題時，從「漢文脈」與「和文脈」等不同文脈間翻譯的方法論視角來看問

題。 

 

5 結果與討論 

  在前述第一個問題意識之下，延續前年的研究構想，撰述 A〈面向海洋，成

為西洋──「海國」想像與日本的亞洲論述──〉一文，已被接受刊登於《文化

研究》（14 期，TSSCI，請見附件，内容不再重複説明)。在計劃期間，也將論文

翻成英文，並參加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與葡萄牙的波爾圖大學

（University of Porto）哲學系以及法國巴黎第八大學哲學系合作，在波爾圖

大學在舉辦的會議。論文名為 Facing The Sea, Becoming The West: The 

Imagination of Maritime Nation and the Discourse of Asia in 19th Century 。

而且已被接受收入“Japan Borders, Displacement and Creation. 

Questioning the Contemporary＂中，但尚未出版。 

  在前述第二、三個問題意識之下，擬再撰述〈「共和」概念與十九世紀日本

與中國之政治思想──從概念的翻譯到相關政治論述的展開、轉折──〉一文投

稿發表。實際上，該文已於 2012 年 5 月，以〈「共和」概念與十九世紀日本之政

治思想──從概念的翻譯到相關政治論述的展開、轉折──〉為名發表完，現準

備投稿中。 

此文的主要目的是，就日本政治思想的發展，特別是政體論述，釐清「共和」

與其相關概念在日本翻譯、接受與展開、轉折的過程。當然，相關問題的研究已

不少，但先行研究中的一部分偏於幕末明治時期的翻譯史與概念史研究 ，另一

部分則偏於討論自由民權運動與共和主義思想間之問題。此文則聯結這兩部分的

研究，並論及「共和」概念與亞洲主義思想間之問題。且是就漢文脈與和文脈等

不同文脈間翻譯的角度，然後從「政治論述史」的角度 ，就幕末樹立雄藩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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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權的行動與論述，及明治時期的自由民權相關政治論述，乃至亞洲主義相關論

述去探尋「共和」概念在近代日本思想史的意義。 

  在結論中，筆者主張固然「共和」概念源於古老的中國漢文經典，但不僅當

從漢文脈，亦當從和文脈來理解「共和」概念在東亞思想世界展開的問題，更要

注意其所對應的洋文脈中之概念意義的複雜性。所以，筆者試圖指出從和漢雙重

文脈的觀點解釋，幕末時期的政治論述中之「共和」概念主要指渉的是，從「德

治」觀點理解的聯邦制與代議制混合的政體構想，主要源於對美國政體的想像，

但並無反君主制之意，是一種過渡時期的「共和」理解。明治之後，福澤諭吉等

知識人開始從「民治」之觀點理解，開始強調「共和」所具之反專制與反君主制

之政治意義。另一方面，在中江兆民等人的政治論述中，「共和」則是涵蓋「立

憲君主政體」的政體構想，一種發展自古典意義「共和」與儒家思想的理解方式。

最後，在二十世紀初宮崎滔天的話語中，更出現了反帝國主義的「萬國共和」之

論。 

如上，在近代日本思想中，特別在中江兆民之思想中，可看到一種追尋「共

和」（Republic）的思想努力，雖未能開花結果，吾人亦可説，「共和」概念具有

推動十九世紀後期日本新政體想像的意義。然而，不管明治知識人如何理解「共

和」，其政體構想皆不反以天皇為君主。其實，就算歷經了戰敗與美國的佔領，「共

和原理」至今依然無法突破「天皇原理」。這依然是値得質問與思索的問題。其

次，就整個東亞思想史而言，「共和」概念在近代中國的流行與其意義，似乎無

法僅從一國語言對一國語言的翻譯視角來理解，不僅當從中國思想史内在視野來

看，亦有在東亞視野下，從自由民權運動等的思想脈絡來看的必要。這整個過程

極其複雜，但透過雙重的歷史視野來看的話，當更能迫近真相。這是該論文暫時

達到的一個結論，但也是另一個問題的開始。 

 

二 參考文獻 

〈面向海洋，成為西洋──「海國」想像與日本的亞洲論述──〉，《文化研究》

（14 期，2012）。請見附錄論文。 

 

三 計畫成果自評 

在本研究計劃期間，本人發表了以下三篇論文。 

1 2012 年 10 月(預定出版) 〈面向海洋，成為西洋──「海國」想像與日本的

亞洲論述──〉，《文化研究》14 期，（TSSCI)。 

2  Facing The Sea, Becoming The West: The Imagination of Maritime Nation 

and the Discourse of Asia in 19th Century (2011年 9月發表，已被收入“Japan 

Borders, Displacement and Creation. Questioning the Contemporary＂中，

但尚未出版)。 

3〈「共和」概念與十九世紀日本與中國之政治思想──從概念的翻譯到相關政治

論述的展開、轉折──〉（2012 年 5 月發表完，準備投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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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篇與第二篇文章中，本文將從「陸權國家」與「海權國家」鬥爭的世

界史構想出發，從 18、19 世紀日本知識人話語中，去看日本如何從一個「島國」

變成向外開放的商業文明的「海國」乃至「海權國家」，及最後欲成為「陸權國

家」而終至失敗的過程。又，在此基礎上，筆者進一步探究日本的「海國」想像

與其在近代亞洲的擴張之關聯。事實上，在衆多的亞洲主義、亞洲論述的研究中，

從「海國」想像的觀點論述的不多，本文可謂是首篇完全從「海國」想像觀點來

論述的論文，故可謂論點創新。又本文亦是在中文文獻中，最完整分析日本之「海

國」想像系譜的文章，以及對日本的亞洲論述有一完整説明的論文。這亦可謂是

本文的重要貢獻與意義。相信，不論是「海國」或「亞洲論述」的問題皆具進一

歩發展的可能性。 

    第三篇文章則就漢文脈與和文脈等不同文脈間翻譯的角度，從日本政治思想

史的發展，特別是就幕末樹立雄藩聯合政權的行動與論述，及明治時期的自由民

權相關政治論述，乃至亞洲主義相關論述等，釐清「共和」與其相關概念在日本

翻譯、接受與展開、轉折，並越境到中國的過程。在中文文獻中，討論「共和」

概念的論文不少，但完整地分析「共和」在日本思想史中之展開過程的先行研究

則極少。故此文的主要貢獻亦在於對日本思想史中之「共和」概念的分析。此外，

就方法論而言，此文從漢文脈與和文脈等不同文脈間翻譯的角度來論述亦具獨創

性。這兩點將使本研究成果具學術應用之價值。又，除「共和」概念在近代東亞

世界這一問題具進一歩發展可能性外，本論文的方法論亦具開發的可能性。今度，

筆者將進一歩思索此一問題，進行更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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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錄論文 《文化研究》14 期，2012 

 

面向海洋，成為西洋：「海國」想像與日本的亞

洲論述* 

Facing the Sea, Becoming the West:  

The Imagination of Maritime Nation and the 

Discourse of Asia in Japan 
 

藍弘岳** 

Hung-Yueh Lan 

                                                       
 
* 本文最先發表於在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所舉辦的「台灣海洋文化的吸取、轉承與

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 年 5 月）。在此感謝當時的評論人張其賢教授所提出的意見。另外，

劉紀蕙教授、蔡孟翰教授亦在不同場合給予拙文修正的意見。還有，兩位匿名審查人亦給與中肯

且具啟發性的意見。這些意見皆使本人獲益良多，在此一併致謝。再者，本文的撰寫過程中曾獲

日本交流協會招聘至日本短期研究一個月，在此特別致謝。又，本文是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

研究中心主題研究計畫「東亞現代性的知識構成與民族國家」及國科會 100-2410-H-009-030 號

計劃的成果之一。 
** 藍弘岳，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助理教授 
電子信箱：hungyueh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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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將從「陸權國家」與「海權國家」鬥爭的世界史構想出發，從 18、19

世紀日本知識人話語中，去看日本如何從一個「島國」變成向外開放的商業文明

的「海國」乃至「海權國家」，及最後欲成為「陸權國家」而終至失敗的過程。

主要以釐清日本之「海國」想像知識系譜，以及進一歩探究日本的「海國」想像

與其在近代亞洲的擴張之關連為論文目的。因為日本從自覺其為「海國」開始，

逐漸不再以「島國」之姿模仿彼岸「陸國」之政治與軍事等的制度，而是改以渡

海而來的西方國家為典範，向其周邊的海洋、大陸與島嶼擴張。就此意義而言，

近代日本的｢海國｣想像是與亞洲大陸的「陸國」差異化，其脱亞意識的根源之一。

另一方面，當日本企圖以「海國」之姿展開擴張之時，其所能擴張的範圍亦只有

亞洲的近鄰諸邦而已，是以「海國」的想像、建構與欲成為「海權國家」與「陸

權國家」的亞洲論述纏繞在一起。也就是説，「海國」想像與「脱亞」思想、擴

張主義型亞洲論述等三種思想複雜地交錯在一起。本文欲從思想史的角度，釐清

此一交錯的思想狀況。藉此，希望能對亞洲主義的形成與發展開提供一思考方向。

又，此一複雜的思想狀況當從江戸思想史的内部來探究起的，故本文將檢討林子

平、本多利明等江戸後期思想家的言論，然後探討福澤諭吉等明治思想家與亞洲

主義團體東邦協會相關之諸種「海國」想像與其亞洲論述。而且，亦將討論東邦

協會所譯介 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的《海權論》(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與近代日本之亞洲論述的關連。 

關鍵詞：日本、西洋、海國、海權、亞洲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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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European maritime powers occupied most of sea spaces, they began to 

trade with Asian countries, and gradually to colonization of large areas of land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In the meantime, the border was invented in the Asia, and a 

few Japanese intellectuals gradually started to argued about the border of Japan, to 

recognize Japan’s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as a maritime nation（海國）.And 

they imaged Japan as a maritime nation as a way to make differences from China. So 

In the 18th century, a few Japanese intellectuals who imaged Japan as a maritime 

nation no longer imitated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ystems of continental nations（陸

國，notably China）; rather, they took the Western maritime powers as a model to build 

the nation and expand territories. In this sense, to imagine Japan itself as a maritime 

nation was a step, or maybe a turning point, in Japan’s attempt to de-Asianize（Escape 

from Asia，脱亞）, also, it was a step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sianism(especially of 

those expansionist thoughts of Asianism).That is to say, the cultural border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was invented by the modern Japanese intellectuals, at the same time, 

they break the border of the Asian nations to become the west. So In this paper, I 

would like to argue that Japan’s imagination of being a maritime nation wa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Asianism’s emergence in modern Japan. For this purpose, I will 

examine the discourses of Japanese intellectuals concerned with building up Japan as 

a maritime nation from the 18th century. And then I will discuss Afred Thayer 

Mahan’s sea power theory served as one of the factors that lead to the emphasis on 

military overseas expansion in Japan’s (expanisionist) Asiaism. At last, as China is 

urging to get the sea power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want to rebuild China as a 

maritime nation recently. I will discuss the conflict of the two maritime nations in the 

border of seas. 

Keywords: Japan, the west, maritime nation, discourse of Asia, sea power, b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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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年來，中國在成為經濟大國後，積極地展開海洋戰略、發展海軍，欲往海

洋發展(McVadon 2009: 374-400)。這亦觸動自認為是「海國」（海洋國家）日

本的神經，認為中國的海洋戰略威脅其在海洋的生存空間（山田吉彦 2005：39­

50），使得海底資源、海洋主權等問題常成東亞各國輿論焦點。此一現狀亦促使

吾人不禁去思考日本是何時開始有「海國」意識的？  

如上，釐清日本之「海國」想像知識系譜是本文目的之一。本文另一目的是，

進一歩探究日本的「海國」想像與其在近代亞洲的擴張又有何關連？説到亞洲主

義或亞洲論述，相信很多人會想到竹内好(1910-1977)。他對亞洲主義有一個有

意思且有名的説法。：即他認為亞洲主義是無法客觀限定的思想，欲對亞洲主義

做歷史敘述大概是「中了歷史主義之毒的偏見」（竹内好 1966：262）。誠然，「亞

洲」是歐洲人命名的概念，又不若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等思想，不具實體性内容，

需依附於種種思想。然「亞洲」之所以成為問題是因為該概念在近代日本歷史語

境中被稱為一種「主義」（如後述之「亞細亞門羅主義」等），一種意謂合理化日

本在亞洲之擴張的意識形態，一種區域主義(regionalism)的理念。此意義的亞

洲主義當是在 19 世紀末，在英美主導的國際政治情勢中逐漸構築而成的。即所

謂的亞洲主義是，在 19 世紀的英國與 20 世紀的美國主導之國際體系中，抵抗英

美之主導而欲建立區域霸權之次體系理念、意識形態（平石直昭 1998：176-177）
1。但在作為歷史概念的亞洲主義（「亞細亞門羅主義」等）興起前與後，皆有許

多相關思想傾向與論述（概括稱之亞洲論述）存在。所謂的亞洲主義與其前後的

亞洲論述皆具思想史相關性。為分析起見，本文將這些多元且複雜的亞洲論述先

分為「脱亞」論述與「興亞」論述2，然後將「興亞」論述再下分為：I.結盟主

義型3、II.擴張主義型4、III.理想主義型5、IV.浪漫主義型6等四種來理解，而主

要以「海國」想像為主軸來探討擴張主義型亞洲論述間之思想關連7。 

                                                       
1 亞洲主義英文通常翻為 Pan-Asianism，當注意其與世界其他地區的 Pan-movement 的關係(Saaler 
2002: 8­10)。 
2 但此兩種思想傾向並非互相矛盾，而是互相滲透的（米谷匡史 2006：6­13），故本文並非將兩

者作為二元對立的概念理解。 
3 所謂結盟主義型亞洲論述主要指將近代世界理解為戰國狀態，立基於日本國家利益與現實主義

世界秩序觀，欲抵抗西洋而以合縱連横之外交手段展開的日清提攜論等亞洲論述（藍弘岳 2011：
100-101)。 
4 所謂擴張主義型亞洲論述主要指立基於日本國家利益與現實主義世界秩序觀，欲在經濟乃至軍

事層面上將其勢力擴張到亞洲其他地區的論述（後述）。 
5 所謂理想主義型亞洲論述主要指立基於普世的人道主義、王道理念、民權思想、馬克思主義等，

欲連帶或解放亞洲的論述（如宮崎滔天等人之論）。 
6 所謂浪漫主義型亞洲論述是指從藝術或美學觀點，立基於浪漫主義心情、理念等，強調亞洲文

明一體性乃至文化連帶性的論述（如岡倉天心之論）。 
7 有關亞洲主義的研究，汗牛充棟，在此不一一列舉。需特別説明的是，研究者對於亞洲主義一

語的理解不盡相同。大抵而言或可分為兩類，一類將之限定為近代日本在國際政治中設定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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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歐洲國家開始向外擴張、殖民，來到他們命名為「亞洲」(Asia)的空間内

部，進行貿易與土地占取之時，亞洲内部為海守護的日本亦開始面向海洋，認識

到其身為開放的「海國」特質與優勢。明治時期政論家陸羯南曾在一篇社論中説

「島國」與「海國」是「兩語一義」的，但相對於「島國」是「非難之辭」，「海

國」則是「獎勵之辭」8。明顯地所謂「島國」的意象是封閉、内向的，「海國」

所具的意象則是開放、外向的。 

另一方面，「海國」不僅是「島國」之對比概念，亦是與「陸國」差異化的

概念。就地理情況而言，大抵海島國家和海岸線明顯長於陸地邊界的半島國家可

説是「海國」（海洋國家），內陸國家或海岸線短於陸地邊界的國家則是「陸國」

（大陸國家）。關於海洋與陸地這個兩個元素，黑格爾(G.W.F. Hegel)指出，陸地

與家族生活原理有象徵的相關性，具安定與停滯的意象，海洋則與商業有象徵的

相關性，具流動、冒險的意象(Hegel 2001b: 189-190)9。就此理解，在認識論

的意義上，吾人可説相較於「海國」具依賴於海洋而營生之商業的、冒險的開放

意象，「陸國」具依賴於大地而營生、思考之農業的、重視家族的（或説儒教的）

保守意象。雖然 19 世紀日本知識人當主要是以地理意義來主張日本是「海國」

的，但透過與「山國」等中國觀（後述）的對比，其所謂「海國」亦當含有上述

之認識論意義。故在本文中，「海國」這一歷史概念主要是就地理情況與其所具

之認識論意義來理解的，「陸國」則是相對於此意義的「海國」，使用來概括大陸

國家的概念。所以，「海國」想像意指向海洋開放、擴張之國家想像10。如後述，

那亦是 19 世紀日本知識人對於跨海而來的西方文明國家的一種認識與想像。 

再者，在文明國所主導的世界史中，如史密特(Carl Schmitt, 1888–1985)

所説，「世界史是海權國家對陸權國家鬥爭，陸權國家對海權國家鬥爭的歷史」

(Schmitt 1971: 12)11。此文中之「陸權國家」（陸權，land power）與「海權國家」

（海權，sea power）主要是從地緣政治學的角度來説的。史密特與黑格爾一樣，

利用陸地與海洋兩個元素來論述世界史，但他的論述與黑格爾的不同是，並不以

航海為推進世界歷史的主要動因，更重視人類用新元素重組自己生活的能力與啓

                                                                                                                                                           
主義理念乃至政策構想或運動。在這類的理解中亦有較廣義的理解，將亞洲主義相關的思考傾向

與論述皆包括在内而言之，此類論述常將之上溯至明治初期乃至江戸後期的思想使用，探究其思

想源流。例如山室信一《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基軸 連鎖 投企》（作為思想課題的亞洲：

基軸 連鎖 投企）中的用法等。本文中使用的結盟主義型與擴張主義型亞洲論述皆與此意義的

亞洲主義有密接思想關連。另一類則是着重於反抗前述區域權理念的亞洲主義相關思想主張，具

反霸權、反殖民主義之意義。如孫文與宮崎滔天的「大亞洲主義」或李大釗的「新亞細亞主義」

等。本文中所謂的理想主義型亞洲論述與其意義的亞洲主義有密接思想關連。至於浪漫主義型亞

洲論述則與上述兩類皆有關連。 
8 在他看來，近代日本得以迅速與「先進國」為伍在於具「海國」素養，而得以發達，雄飛為如

歐洲的「海國」（特別指英國）（陸羯南 2007a：409-410）。 
9 在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Hegel 2001a: 109)亦有對海洋與陸地之類似説明。 
10 因為本文主要討論的是 18 世紀以後的思想史，故不追溯其起源至神話時代或倭寇活躍的時

代。 
11 此段文字主要參考英文版本後，改譯日文版本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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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空間革命的能力，亦重視工業革命等歷史事件的影響(Connery 2001: 190­193)。

從這個角度，他用「陸權」與「海權」這組概念來論述世界史。這一組概念與上

述地理意義的「海國」與「陸國」不必然有對應關係，（息息）相關。例如：在

19 世紀帝國主義的發展史中，英國無疑是最強大的「海權國家」，俄羅斯則是最

強大的「陸權國家」。其實，上述史密特的 19 世紀世界史敘述即主要針對此二國

而論的。就此意義而言，史密特的世界史構想亦是歐洲中心的。但近代日本帝國

的擴張亦是世界史的一環，只是其帝國主義的發展是後進的、區域性的。近代日

本亞洲論述的歷史意義之一，即在於合理化日本向侵入亞洲的歐洲、新歐洲的「海

權國家」（英國、美國……）與「陸權國家」（俄國）的鬥爭。日本的鬥爭雖是區

域性的，但同時在海洋與大陸上展開。 

另一方面，在 19 世紀的帝國主義世界秩序中，從日本的角度看，19 世紀時

的中國是地理與認識論意義上的「陸國」（後述之「唐山」「唐土」「山國」之中

國觀等），但非「陸權國家」。不過，中國是傳統華夷秩序中之核心國家，許多

19世紀日本知識人依然警戒著清朝中國的軍事力量（松本三之介 2011：73­76），

只是他們逐漸從文明發展史觀來將當時的中國視為固陋、停滯的「陸國」(ibid.: 

60­63）12。此種中國觀是致使日本為取得市場與資源而向大陸擴張，欲成為「陸

權國家」的原因之一。總之，從此一「陸權國家」與「海權國家」鬥爭的世界史

構想出發，本文要從 18、19 世紀日本知識人話語中，去看日本如何從一個「島

國」變成向外開放的商業「海國」乃至「海權國家」，及最後欲成為「陸權國家」

而終至失敗的過程。 

事實上，如後述，大概從林子平(1738­1793)自覺日本為「海國」開始，日

本知識人逐漸不再以封閉的「島國」之姿模仿彼岸「陸國」（林子平之語為「山

國」）之政治與軍事等制度，而是改以渡海而來西方國家（特別是英國）為典範，

向其周邊的海洋、大陸與島嶼擴張，與其他「海國」鬥爭。就此意義而言，日本

的「海國」想像是與亞洲大陸的「陸國」差異化，是在理念上對歐洲（「海國」、

商業文明）與亞洲（「陸國」、農業文明）間之文化（疆）界的發明，是其「脱亞」

意識的根源之一，亦可謂是其在理念上成為西洋的第一歩
13。這種文化（疆）界

感覺的出現，除與前述之日本從海洋眺望大陸所形成的「山國」等固有地理視角

的中國觀有關外，亦受到西方思想啓發而更加強化14。雖然在實質地理空間中，

                                                       
12 當然，中國亦有「海國」的一面。事實上，從「海國」的觀點來理解中國，可得到不同於歐

洲中心世界史敘述中的中國史觀（上田信 2005）。或者更進一步説，中國思想史内部自有向陸地

或向海洋發展的路線競爭問題存在。 
13 本文所謂的「西洋」主要是指開啓近代文明、向外貿易、殖民，向陸地與海洋擴張的西方國

家。其中有「海權國家」亦有「陸權國家」，或者兩者兼之。但開放的商業文明國家似乎是 18、
19 世紀日本知識人理解西洋的一個主要面向。 
14 黑格爾的亞洲觀主要是，結合孟德斯鳩(Charles-Louis de Montesquieu, 1689­1755)以來的「東

方專制主義」(oriental despotism)與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提出的「停滯」(stagnation)
概念，而創造出世界史中停滯的亞洲觀念（植村邦彦 2006：82）。密爾(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又在黑格爾的亞洲論基礎上，發展出貧困落後的亞洲觀(ibid.: 105)。這些亞洲觀直接或間接地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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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屬於亞洲的（雖是歐洲人定義的），但在文化心理認知的層次，日本可以

不屬於亞洲。此種思考的形成原因之一是，亞洲與歐洲的空間差異在文明發展史

觀中可重構為時間差異，然後文明發展史觀中歐洲與亞洲的差異亦在很大的程度

可置換為「海國」與「陸國」的差異，從而導出「海國」日本當先行「脱亞」的

命題（後述）。但當日本企圖以「海國」之姿擴張之時，其所能擴張的範圍亦只

有亞洲近鄰諸邦而已，是以「海國」想像和建構與亞洲論述纏繞在一起。  

也就是説，擴張主義型亞洲論述（一種「興亞」論述）是奠基於「脱亞」意

識、「海國」志向的15。就此意義，所謂的「脱亞」雖含有脱離與中國傳統密切相

關的儒教的、農本的制度、思想等之意，但更主要的是指向對海洋、商業文明乃

至海外殖民等的擁護（後述）。這一複雜的思想狀況與發展當從江戸思想史的内

部來探究起的。 

所以，本文將檢討林子平等江戸後期思想家的言論，以及明治以後的亞洲主

義團體東邦協會相關之諸種「海國」想像與海外擴張主義，説明 18、19 世紀日

本知識人對其「海國」形勢的自覺、各種言論中出現的「海國」想像之知識系譜，

及其與擴張主義型亞洲論述間的關連。藉此，希望能對近代日本亞洲論述之展開

乃至當代東亞國際政治問題提供一種思考方向。 

二、「海國」想像在日本的出現與展開：從防衛到擴張 

（一）「海國」想像的出現：以林子平的海防論為主 

  在日本，朝向成為西洋的「海國」想像與論述大抵始於林子平《海國兵談》

(1791) 
16。子平在寫《海國兵談》前，寫了一本描寫日本周邊地理的《三國通覽

圖說》。該書除「朝鮮」「琉球」外，主要介紹「蝦夷」的生活習慣、周邊地理等。

他論及「莫斯哥比亞」（俄羅斯）已統治「加模西葛杜加」（堪察加半島），進而

有進取千島、蝦夷國之意（林子平 1979b：35、36）。在此推論上，他更説日本

與蝦夷是「唇齒之國」，但他不主張日本當與蝦夷合作，而主張日本當先「招諭」

蝦夷，先開發、占領為日本領土(ibid.: 36-42)。 

如上述，《三國通覽圖說》是為防衛俄羅斯而主張之積極的開發論、擴張論17。

                                                                                                                                                           
縛了近代日本知識人之思考。尤其需注意的是，黑格爾主要是以中國來理解東亞地區的(ibid.: 79)，
這似乎亦給了近代日本知識人操作的空間。 
15 有學者將亞洲主義與近代日本侵略朝鮮、滿洲之北進的大陸政策連結在一起看，而與重視海

洋的南進論區別開來（矢野暢 1979：71）。對此，本文的立場是，不論是北進或南進，對於「海

國」的自覺和以海洋為媒介向其周遭區域的擴張正是近代日本亞洲主義得以發展的原因之一。 
16 但林子平非第一個使用「海國」概念的人，早在林羅山(1583­1657)與朝鮮通信使的對話（李

元植 1997：135），及荻生徂徠(1666­1728)的《政談》（荻生徂徠 1987：82）中即已出現。 
17 俄羅斯主要是從 16 世紀後半開始為捕獲毛皮獸而進出東方，在 17 世紀時征服堪察加半島，

從 18 世紀時又沿千島列島捕獲海獺等而接近日本。尤其到了 18 世紀後期，俄羅斯人更要求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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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之，《海國兵談》則是採守勢的防衛論。在此書中他提出一個核心命題。那

就是日本是周邊「四方皆海」的「海國」，不同於「唐山」「韃靼」等「山國」（林

子平 1979a：81）。林子平從此日本觀與中國觀中，提出幾個重要論點。首先，

他説：「從江戸日本橋到唐與荷蘭間是無界線的水路也」(ibid.: 82)。在他看來，

海洋雖是天然屏障，但亦是他國侵略日本的媒介。 

再者，他觀察到清朝中國與明朝中國的不同。用他的話説，明朝是滅元而再

興「唐山」者，清朝則是「唐山」「韃靼」「成為一體」者，論道清朝有可能思及

「元之古業」，渡海來侵略日本((ibid.)。又如前述，他對俄羅斯可能侵略日本

的危機感亦是其著述《海國兵談》的重要動機。所以，他既警戒清朝中國，更警

戒俄羅斯。故為防止此二國入侵，他主張海防之重要性，且導出重要論點。即他

認為「海國」日本之軍政本該異於中國，歷代以來以中國兵書為基礎所構築的軍

事原理、技術當要導正，故《海國兵談》的第一篇是論「水戰」(ibid.: 87)。

即在子平看來，今後日本的戰爭對手當非是日本國内對象，而是來自海外的異國

人，海岸防衛、海戰技術和武器等才是重要的(ibid.: 87, 88)。總之，《海國兵

談》標示著日本之學習典範的轉換，即從彼岸的「陸國」轉為近代西方的「海國」。

當然，這一轉換過程是漫長且複雜的。 

但後來在 1791 年，子平因出版《海國兵談》一書遭受處罰蟄居自家，該書

之印刻版木亦被没收。諷刺的是，不久後在 1793 年乘載著漂流民大黒屋光太夫

的俄羅斯船便來到日本要求通商（生田美智子 2008：18­24），於是年，子平亦

在不得志中去世。隨著俄羅斯與英國進逼日本，海防思潮開始興起。古賀侗庵的

《海防憶測》、會澤正志齋的《新論》等海防論、海軍論等紛紛出現。在此無法

一一論述（真壁仁 2007：284-350）。接下來，將檢討海外擴張論中的「海國」

想像。 

（二）海外擴張論中之「海國」想像(1)：本多利明 

本多利明(1743­1821)與林子平一樣，是具明確國家意識的經世型民間蘭學

者。但與林不同，是個數學家。他以數學為基礎建構一種貿易立國論，展開跨越

海洋的交易論述，主張要以交易取「萬國之力」（本多利明 1970b：160）18。有

意思的是，他主張海洋貿易乃「國君之天職」中最重要者（本多利明 1970a：32），

即他主張一種國家統籌管理的海洋貿易。但另一方面，亦因其關心日本國内遊民

與農民餓死等社會問題，才提出海洋貿易論來試圖解決的19。就他看來，這些社

                                                                                                                                                           
於北海道南端的松前藩通商。在 1771 年時，日本更透過荷蘭商館的館長，收到俄羅斯將侵略日

本的情報。儘管此情報後來證實是個偽情報，但大大刺激知識人對俄羅斯的關心，開始研究俄羅

斯（生田美智子 2008：9、10）。林子平即是其中一人。 
18 所謂的「萬國之力」乃指國家欠缺的産物與金銀銅等物質。 
19 1782 到 1788 年間日本東北發生史上最慘的天明大飢饉。本多利明在天明七年(1787)至東北旅

行受到極大衝撃，在《經世秘策》中言及有二百萬人餓死之事和許多殺嬰等悲慘的情況（本多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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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問題之所以出現在於國産之不足。他認為人口的増加將導致生活資源不足，國

内生産力亦必有個限度，故積極主張海外貿易之必要性（塚本晃弘 1970：456­

459）。雖其經濟思想基本上是立基於農業的，但欲從與外國交易的海洋商業經濟

來解決本國農業生産不足等問題。此乃其思想特點。 

但本多的海洋貿易構想並非憑空而來，而是來自於蘭學的思想資源，來自於

他對「歐羅巴」的理解與想像20。中國則是其反面教師。對於中國，他認為過去

日本之所以不知積極向海洋發展、開發屬島等是受「唐土」這一「山國」之聖賢

教訓制約所致（本多利明 1970a：32）。故與林子平一樣稱「唐土」是「山國」，

主張「海國」日本不當以中國為模範，而當以「歐羅巴」為模範。在他看來，「山

國」與「海國」之差異不只是地理差異，更有地政學上的優劣差異。即他認為「唐

土」是「山國」，因没有全部被海洋環繞，故是地政學意義上的「惡國」，不如「海

國」日本(ibid.)。 

相對之，他雖知歐洲有許多獨立國家存在，但亦將之一體化理解，將「歐羅

巴」理解為歐洲諸國之「總名」（本多利明 1970b：92），或總稱為「西域」「西

洋」(ibid.: 111)。將之理想化為「只用德而治」之國家(ibid.: 98)或將葡萄

牙、英國理解為利用海洋交易並「撫育土人」的「大良國(ibid.: 112)。本多特

別將英國視為日本的模範，主張日本當開發、殖民與英國約略同緯度的堪察加半

島(ibid.: 141, 160)。由於本多欲模仿的對象已轉為具海外殖民地的歐洲「海

國」之故，亦有開發日本北方與其周邊屬島之論，欲建構一個相互依存的經濟圏

（西岡幹雄 2000：121­124）。但他欲開發之地不只是日本周邊諸島，更包括南

洋諸島等（本多利明 1970b : 134­135），欲將之收編為日本的「屬國」。不過，

本多主張殖民之地皆是文明尚未開化乃至發展之地，故他並非積極主張用軍事侵

略的方法，強調用「撫育」「交易」的手段(ibid.: 148)。 

總之，本多利明雖主張發展海外貿易，但他的海外貿易論是國家主導的經濟，

故其日本貿易大國想像與其日本軍事大國想像一體21。但另一方面，他的對外擴

張思想還是來自於其對日本國内農民之同情與其土地資源有限論等思想。這亦是

幕末明治知識人之擴張主義型亞洲論述中常見的思考模式。 

（三）海外擴張論中之「海國」想像(2)：佐藤信淵 

  另一個著名海外擴張論者是佐藤信淵(1769­1850)。他曾師事於平田篤胤，

                                                                                                                                                           
明 1970a：27，亦參閲前田勉 2009：217）。 
20 本多所參照的書有《阿蘭陀風説書》等第一手情報外，還有《新學藝大辭典》(Egbert Buys)、
《家居纂要》(Noel Chomel)、《奇才秘函》(J.C. Ludemen)等辭書類之書，及其友山村才助《増譯

訂正采覧異言》等介紹世界地理的書（犬塚孝明 1987：20­21）。 
21 在《經世秘策》最後一段中，他提出的理想目標是再興古代具「武國之高名的大日本國」（本

多利明 1970a：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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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得自平田的「皇國古道之學」中之「産靈」宇宙論為基礎展開其宇宙論（子安

宣邦 1977）。又再吸收蘭學等，建構其所謂的「家學」22以解決日本國内外問題。

較之本多利明，佐藤信淵的世界圖像除得之於蘭學外，更得之於國學、儒學（特

別是國學）。他以之為基礎展開海外擴張論，在《混同秘策》開頭便道：「皇大御

國是大地最初生成的國家，世界萬國之根本也。故能經緯根本時，則全世界悉為

郡縣，萬國君長皆為臣僕」23（佐藤信淵 1977a：426）。這話説得十分狂妄，然

有其内在的思考邏輯。首先，他要解決的是日本國内「經濟」問題。他所謂的經

濟是「經緯國土、濟救蒼生」（佐藤信淵 1926：665）。那包括減少墮胎、飢饉等

違反生之道（即「産靈」神意）的事（佐藤信淵 1926：668），故其致力於社會

改革與農政經濟學。若僅從此點來看，或可説他是一個農學者、社會主義先驅，

但他又講富國強兵論乃至誇張的日本膨張論。從此點來説，他又可謂是一個帝國

主義者。其思想同時代具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兩個側面（碓井隆次 1971）。 

然而，他的思想中這兩個面向是如何連結在一起的？關鍵在於「經濟」一概

念，他説「垂統」是「經濟」政策中最難的，但那是「讓國家永久全盛」的大法。

在《垂統秘策》中，佐藤信淵論述其整個構想。主要是由所謂的「三台」「六府」

所結構化的統治系統。其中與本文相關的是，他的統治構想中有「融通府」負責

海外貿易，有「水軍府」負責海防與海外的侵略擴張（佐藤信淵 1977b： 501­

510）。在《混同秘策》則展開更具體的構想。在他的構想中，「安世界萬國之蒼

生」乃「皇國」統治者之主要任務（佐藤信淵 1977a：426）。且因「皇國」是「世

界萬國之根本」，故只要順從「産靈之法教」則必可順利征伐「蠻夷」，統一萬國

(ibid.)。亦即「征伐」之目的乃是為救濟天下蒼生，此亦是「經濟」的最終目

標。是以在「經濟」概念的思想發展上，他的社會主義思想傾向與帝國主義思想

傾向得以共存。 

雖信淵之征伐、統一世界的構想極具空想性與強迫性，然那亦是在皇國世界

觀與其對農業生産問題關心之基礎上，在十分自覺到日本是「四邊皆臨大洋」的

「海國」地理形勢情況下發展出來的(ibid.)。他在《混同秘策》中主張首要征

伐的國家是「支那」，並以為「支那既入版圖」的話，世界其他國家便會慕「皇

國」之德，畏「皇國」之威而漸自動臣服(ibid.: 428)。再者，他主張要取「支

那」，必先取「滿洲」而後「韃靼」「支那」「朝鮮」可得(ibid.: 431)。另一方

面，在《防海策》(1809)中，亦主張為防「魯西亞」，當開發「蝦夷地」，攻取堪

察加半島（佐藤信淵 1927a：822），但他認為當更加小心防禦的對象是「大清國」，

故暫且與之交易以「收互市之大利」(ibid.: 825)。亦即佐藤視清朝中國為主要

潛在敵人，但有時又據皇國世界觀，認為日本可攻取之。又，他亦主張為防在南

                                                       
22 佐藤的著作内容繁多，主要是農業、經濟、軍事、醫學等多方面之著作（戸澤行夫 1972）。
據傳其包括衆領域之「家學」已傳五代二百多年，但許多内容可疑。 
23 原日文：「皇大御國は大地の最初に成れる國にして世界萬國の根本なり。故に能く根本を經

緯するときは、則ち全世界悉く郡縣と為すべく、萬國の君長皆臣僕と為すべ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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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英國勢力，故要殖民、開發「南海之無人島」(ibid.: 826-827)。在《西洋

列國史略》（1808 年著述）中更稱擴張中的英國今後必成「天下之患」(ibid.: 

795)。 

實際上，佐藤信淵心中認為最需防衛的兩個國家在鴉片戰爭中衝突了。其後，

因見識到大英帝國的強大，轉而在 1849 年發表《存華挫狄論》，認為日本當助「清

國」之復興以為日本之「西屏」（佐藤信淵 1927c：866）。但所謂「存華挫狄」

亦是僅在軍事方面言之，未提出具體計畫。該論的發表並不代表著佐藤之思想轉

變，他只是想利用日本尚可攻取的「滿清」來防衛與日本同為「海國」之「英吉

利亞」而已(ibid.: 939)。鴉片戰爭並未因此改變他基於「産靈」宇宙論所發展

出之皇國中心世界觀與「滿清」大國觀等基本思維，只更確認了英國今後必成「天

下之患」的預測。所以，他與本多利明不同，不將西洋理想化，不將英國視為模

範，而是視之為最大的敵人。更認識到日本與英國雖同屬「海國」，但日本的地

理位置與農業物産更佳，若日本興航海通商之業，其便利性實「世界第一之上國」

（佐藤信淵 1927a：821-822）。亦即信淵不僅認為日本是一個不同於中國的「海

國」，更是可超越同為「海國」的英國。雖信淵之海外擴張論僅止於空想，但他

的妄想的確刺激了海外擴張思想。在幕末時期即有人注意到他的著作。其中之一

就是吉田松陰。 

（四）海外擴張論中之「海國」想像(3)：吉田松陰 

  雖然在吉田松陰(1830­1859)之前，既有海外軍事擴張的話語出現，但推進

幕末歷史前進的畢竟是參與政治的武士。吉田松陰便是其中相當重要的一位。他

曾看過佐藤信淵《混同秘策》等書，但對其書評價不高，曾對其書其人説「喜其

雄偉，而嫌其夸誕」（吉田松陰 1986b：197），並説：「觀一疑百，吾之過也，執

一論百，亦百祐（佐藤信淵）之過也」(ibid.)。這顯然是兩種不同的學術態度。

如藤田省三指出的，松陰基本上是個能快速把握狀況之改變而應對者（藤田省三 

2003：89）。如許多幕末武士般，其思想皆是對變化中之狀況的反映，故顯得輕

率或欠乏一貫性，但具高度懷疑精神與戰略思維。本來，幕末時期就是個情勢快

速變動，各種想法互相撞撃的時代，身處於其中的知識人常不斷地更改想法。吉

田松陰便是這一個時代精神的代表者。例如：松陰在 1850 年平戸實際參觀過荷

蘭船後，認識到傳統兵學的局限性，轉向學習「西洋」之「大艦巨砲主義」（桐

原建真 2009：31）。 

如上述，在海外擴張主義這一問題上，吉田松陰或可説是將佐藤信淵之妄想

再加以更細緻地戰略性論述之人。後來，在 1854 年的《幽囚錄》中，吉田曰： 

今急修武備，艦略具，礮略足，則宜開墾蝦夷，封建諸侯，乗間加摸察

加，奪隩都加，諭琉球朝覲會同比内諸侯，責朝鮮納質奉貢如古盛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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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割滿洲之地，南收台灣、呂宋諸島，漸示進取之勢。（吉田松陰 1986a：

197） 

此論或有受信淵之論的影響，但重要的是區別兩者軍事擴張論之異同。兩者

之同在於，其軍事擴張論皆基於國學之皇國中心世界觀。兩者之異在於，松陰繼

承水戸學基於華夷意識的皇國史觀，即瞭解到「古聖天子懾服蠻夷之雄略」是日

本之所以為「皇國」的原因。故他從古代日本天子征伐四方的歷史記憶來主張日

本中心性及日本作為一個「帝國」的獨立性，而不講來自平田國學那套「産靈」

宇宙論（吉田松陰 1986c：529）。再者，松陰認可日本是「海國」外，更認識到

世界已走入機械時代，機械的蒸氣船（火輪之舶）使得歐洲由如比鄰（吉田松陰

1986a：595-596）。所以，其軍事擴張論並不那麼「夸誕」，是基於其對古代日本

天皇主政的輝煌歷史記憶與機械時代認識、「海國」想像而來的戰略論。 

他認為日本為抵抗「西洋」當如西洋諸國般向外擴張，當占取之地大都是位

於日本周邊曾屬於「皇國」之國（朝鮮）或實質上是日本之「屬國」（琉球）乃

至主權未甚明之地（滿州、台灣等）。但等到 1858 年日美通商條約簽定之際，松

陰則轉而強調若要重振「皇國」之「雄略」，當「航海通市」，實行自由貿易（吉

田松陰 1986d：107）。在此，又一次思想的轉變。他認為那是在面對懷領土野心

之西洋列強進逼，在維持「皇國」之獨立目的下的「遠謀雄略」(ibid.)。 

如上，吉田松陰的海外雄略論雖具某種程度之空想性，但確也是訴諸於歷史

記憶以展現「皇國」「海國」之姿，去學習西洋、抵抗西洋以期超越西洋之論，

是隨時勢變化且具行動精神之戰略論述。當然，幕末武士中之海外擴張主義者不

只有松陰一人，吾人在橋本左内、島津齊彬等人的著作中亦可看到類似主張（古

川萬太郎 1991：52、54）。但明治維新倒幕派中有許多志士皆松陰之學生，或受

其精神之感召者多。在此意義上，其向外擴張的戰略思維足以代表幕末時期武士

階層亞洲論述的一類型，而成為明治思想之重要基礎24。 

總之，上述三位 19 世紀前期知識人之知識背景、思考邏輯、對西洋之認識

等並不盡相同，但其言論之主要目的皆在於擺脱封閉的「島國」意象，脱離主要

以農業為生的「陸國」狀態，防衛或解決日本内部之經濟問題。亦即他們的論述

皆希望日本往商業文明國家意義的「海國」發展。而且，從以上的論述亦可知這

些追求日本之獨立與擴張的思想皆不免以軍事為手段，且訴諸於海外的殖民。後

述之明治前期的「海國」想像話語大抵亦如此。只是隨著海軍的近代化和其與陸

軍的軍備競賽、對外戰爭的勝利、海外殖民地的實現等歷史事件的發生，軍事擴

張本身將漸被目的化，使問題更形複雜。 

三、明治時期的「海國」想像與亞洲論述的興起：以東邦協會為主 

                                                       
24 另一類型是結盟主義型亞洲論述（藍弘岳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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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所述，可知在明治以前，日本知識人已開始從日本的地理特點來想像日

本是個「海國」，以差別化彼岸的「陸國」。接下來，將檢討「海國」想像如何與

擴張主義型亞洲論述發生掛勾？ 

（一）征韓論爭與亞洲主義團體的出現 

征韓論爭是明治時期的重大歷史事件，其思想源流至少可上遡至前述之吉田

松陰海外雄略論（吉野誠 2002：53-78），亦是使之後的擴張主義型亞洲論述得

以成形的契機之一。因明治初期維新外交的基本構想是與王政復古思想連動的，

故朝鮮曾從屬於「皇國」的歷史記憶復活，維新政府以不對等的方式對待朝鮮王

朝，在其對朝鮮的外交文書加上「皇」「勅」等文字，但這被朝鮮王朝以不同於

江戸時代外交形式的理由拒絶了。該結果引發一連串外交折衝與論爭（吉野誠 

2002：81-114）。後來發生明治六年政變，促使維新後的藩閥政府大分裂，西郷

隆盛下野、征台之役（出兵台灣）、 江華島事件、以及西南戰爭等明治前期的大

事件發生。 

其中，因征韓論爭下野且又為不平武士戰死的西郷隆盛更因之成為後來民間

的不平武士、具天皇中心思維且重國權的右翼思想家與團體所崇敬的對象（松浦

正孝 2010：99­102）。其實，征韓論意味著明治初期外交路線之爭。西郷所代表

的就是一種基於天皇中心之王政復古理念（名分條理）的亞洲外交政策路線，該

路線在征韓論後即已告終（吉野誠 2002：206­209）。但天皇中心之亞洲連帶思

想並未消失，而是轉入民間。另一方面，在征台之役與江華島事件中，明治政府

成功地以萬國公法處理亞洲事務。這些事件象徵著日本往加入近代西方國家體系

這一目標邁進一大歩（吉野誠 2002：170、171）。之後，在這一外交行動原則主

導下，日本成功成為近代西方國家體系中之一員的同時，亦逐漸在該體系内部構

築一以亞洲太平洋為範圍的區域霸權體系。是以，天皇中心且具擴張主義思維的

亞洲主義思想便在民間與政府的曖昧地帶，以學術團體、民間雜誌等的方式複雜

地展開25。 

在 1898 年明治時期最大的亞洲主義團體東亞同文會成立之前，已有振亞會

（1877 年設立）、興亞會(1880)、亞細亞協會(1883)、東邦協會(1891)等亞洲主

義團體（狹間直樹 2001）。其中振亞會、興亞會、亞細亞協會在組織、人脈、目

的上皆有著繼承關係。核心人士皆是曽根俊虎、副島種臣等人。其主要目的皆是

在於亞洲内部的日本與清朝中國間的語言教育與通商貿易的發展。相較之，東邦

協會的組織成員雖與亞細亞協會有所重複，但其發起人不同。而且，相對於亞細

亞協會，該會被理解為保守分子居多的團體（《每日新聞》，明治 24 年 7 月 18

                                                       
25 儘管日本政府並不承認亞洲主義為政府之正式政策，但的確是二戰中與之前的日本政府隠藏

政策原理（山室信一 2001：573­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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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不管如何，東邦協會可説是最立基於「海國」想像的亞洲主義團體26。其共

同關心的領域不只是「東邦」（東洋）亦包括了「南洋」地域。故以下以其主要

成員之活動為中心來檢討明治時期與「海國」想像相關的亞洲論述。但在之前，

筆者想先釐清本文所論及之亞洲論述與「脱亞」思想、「海國」想像等三者間的

關係。  

（二）亞洲論述與「脱亞」思想、「海國」想像：以福澤諭吉之論為主 

  首先，説到「脱亞」，相信大家都會想起福澤諭吉(1830-1901)。但他在提出

〈脱亞論〉(1885)前，在《時事小言》(1881)中提出過亞洲連帶論（一種「興亞」

論述）。其實，兩者並非針鋒相對的兩種論述，福澤諭吉亦非是從亞洲連帶者轉

為脱亞論者。如坂野潤治所指出的，吾人在理解近代日本知識人之外交論述時，

不該將「脱亞」或「亞洲連帶」「日清提攜」等語言表現直接理解為作者之思想，

而是要就當時的國際情勢去分析其對外認識來把握其「思想之實像」（坂野潤治 

1977：13­20）。而且，他亦認為吾人在討論近代日本知識人之亞洲論述時，他們

對同為亞洲中之「中國」與「朝鮮」之認識當要分開來看，否則往往無法釐清問

題(ibid.: 25­29)。如福澤在《時事小言》(1881)中所主張的亞洲連帶論是一種

朝鮮改造論，是與日清提攜論（另一種亞洲連帶論）相對立的主張，而其後的〈脱

亞論〉則是在壬午事變(1882)、甲申事變(1884)後，在基於朝鮮國内親日派失勢

後的現實狀況認識中提出之現狀維持論，而非一般所理解的亞洲侵略思想開端

(ibid.: 29­57)。其實，若就其思想是侵略主義與否而言，其〈脱亞論〉前的朝

鮮改造論更具侵略性(ibid.: 57)。 

  姑且不論〈脱亞論〉是在何種國際情勢中所發的。該論受到重視是在二戰後

的 1950 年代末期，且福澤亦非使用「脱亞」這一概念的第一人，更没有説過「脱

亞入歐」（丸山真男 2009：5­12）。「脱亞」或「脱亞入歐」之所以在戰後會受到

注目並廣為使用，大抵是因這兩個概念畫龍點睛地表現了明治以後日本的主流思

想發展方向。所以吾人當區別在國際政治情勢中之〈脱亞論〉本身與「脱亞」所

代表的思想傾向。若吾人就思想傾向來理解「脱亞」，「脱亞」之意當如福澤在〈脱

亞論〉中説：「國中朝野無別，一切萬事採西洋近時文明，不僅獨脱日本之舊套，

亦在亞細亞全洲新出一機軸以為主義」、「國民精神既脱亞細亞之固陋，移向西洋

文明」（福澤諭吉 1960b：239）。就此意義而言，早在福澤提出〈脱亞論〉以前，

其以西洋文明為模範改造日本國家乃至「國民精神」之文明論思想就已是「脱亞」

的。其思想内容一方面是指向培養人民智德，改造「國民精神」外27，另一方面

                                                       
26 關於東邦協會之研究文獻不多，除前列之狹間直樹之論外，最全面且基礎的研究是安岡昭男

的研究（安岡昭男 1998），但該文並未從此觀點來論述東邦協會。 
27 這是 1875 年初版已出之《文明論之概略》的中心思想。其四、五、六、七章討論的就是「智

德」的問題（福澤諭吉 195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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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指向進入主權國家體系中，學習「文明」的國際權力政治之規則28，並以之

為基礎，成為海外貿易、海運、海陸軍發達的開放「海國」29。在福澤看來，没

有軍備為後盾，則「萬國公法」亦不可靠，要發展軍備則需資本（福澤諭吉 1959c：

304­306）。其中，海軍的整備更是急迫。亦即福澤之「脱亞」思路是朝向成為近

代西方式主權國家、商業文明乃至「海權國家」發展的。是以，「海國」想像包

括在其「脱亞」思想之中。 

事實上，福澤諭吉的文明史論受到密爾(John Stuart Mill)等近代西方知識人

之文明史論的影響，從而形成落後停滯的亞洲觀（植村邦彦 2006：147）。但對

西洋文明論中之停滯、專制的亞洲觀，福澤是有所批判的，否則他如何能告訴日

本人民，位於亞洲之日本能成為文明國？為此，福澤必須去論述日本與其他亞洲

國家（特別是中國）的差異。他常操作的是亞洲儒教文化與日本武士風俗的差異

對比方式，強調武士風俗對日本文明化的正面作用（松澤弘陽 1993：331­342）。 

除此之外，文明的商業社會與半開的農業社會亦是另一組可操作的對比概念。

在《文明論之概略》中，福澤將世界文明分為「文明國」、「半開之國」、「野蠻之

國」（福澤諭吉 1959a）。其中，「文明國」與「半開之國」之國的差異之一即在

「文明國」是工商業發達國家，「半開之國」則是農業之國(ibid.)。若將福澤諭

吉之文明發展史觀中「歐羅巴」與「亞細亞」的差異置換成商業的「海國」與農

業的「陸國」之差異，則可導出地理意義的「海國」日本容易發展為自由貿易的

「海國」，從而徹底成功「脱亞」的命題。雖在《文明論之概略》中，福澤没有

積極地從此組概念的對比去論述日本的特殊性，但從上述之福澤的「海國」想像

中，亦可知這樣的思考存在其思想中，且其文明論實際以成為「亞細亞東邊」的

「新英國」為目標的（福澤諭吉 1960a：145）30。順此邏輯，亦可導出日本當以

亞洲中的先進「海國」、文明國之姿來「興亞」的命題。正是在此意義上，福澤

所代表的日本文明史論與「脱亞」思想在明治以後，成為多數擴張主義型亞洲論

述的之思想前提。所以，雖然福澤諭吉非東邦協會成員，且其〈脱亞論〉亦不同

                                                       
28 初瀬龍平在〈「脱亞論」再考〉（初瀬龍平 1984）一文，就是從此觀點來論述的。 
29 福澤在文章中，他數度論及「海國」一詞。如下例文：「我海國の人民は坐してその船の出入

を傍觀するか、或は之に依賴して船客たるのみ。之を海國の恥辱と云うも可ならん」（我海國

人民可坐而傍觀其船之出入，或只可依賴之而為船客而已。此可謂是海國之恥辱矣。）（福澤諭吉 
1959b：182）、「海軍の不完全なるに至ては陸軍より更に一層の甚しきものと云ふ可し。四面海

に浜する海國にして海軍の欠く可らざるは其理由を言ふも迂濶なれば唯読者の自知に任じ…

…」（海軍之不完備可謂更甚於陸軍。作為四面濱海之海國，言海軍不可欠之理由亦迂濶，唯任

讀者之自知）（福澤諭吉 1959c：319-320）、「四面海に浜する海國にてありながら稀に軍艦の遠

洋に航するのみにして、海外の諸港に向て定期の郵船もなく、貿易は自國の開港場に於て外商

の來るを待つのみにして、……」（作為四面濱海之海國，軍艦卻甚少航至遠洋，亦無航向海外

諸港之定期郵船，貿易只能等待來自國港口的外商……）（福澤諭吉 1959d：149）。綜而言之，

在福澤看來，日本身為「海國」當有發達的海運以展開海外貿易，並有強盛的海軍以防衛國土、

支援海外貿易的。 
30 福澤心中理想的政體亦英國的議會内閣制。不過，這是另一層次的問題，將另撰稿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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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東邦協會之「興亞」論述，但多數東邦協會成員當共有「脱亞」的思想傾向31。

他們皆希望日本朝「海權國家」的方向邁進。以下，就此理解來探討東邦協會的

亞洲論述。 

（三）東邦協會與《東邦協會報告》略論  

  東邦協會是由小澤豁郎、白井新太郎、福本誠（福本日南）在 1890 年 1 月

發起，在小山正武、山口宗義、陸實（陸羯南）、矢野文雄、小村壽太郎、高橋

健三等人的贊同下，在同年 11 月成立的。一開始會長從缺，1892 年副島種臣昇

任會長，直到 1905 年去世為止。之後，近衛篤麿、黒田長成、加藤高明相繼任

副會長。黒田更在副島之後昇任為會長（安岡昭男 1998：217、218、223）。該

會雜誌《東邦協會報告》（以下，略稱為《報告》）32則開始於 1891 年 5 月，發到

38 號後，在甲午戰爭開始（1894 年 8 月）之時即改名為《東邦協會會報》，直到

1918 年 3 月的 231 號為止（安岡昭男 1998：234）。 

東邦協會所謂的「東邦」當是「東洋諸邦」的簡稱，其所指的範圍並不明確，

但當主要指日本在亞洲東方的「近鄰諸邦」，即中國、朝鮮、俄羅斯與「南洋諸

島」等。故《報告》中所謂的「東邦」或「東洋」當包括北從俄羅斯、南到澳洲

的西太平洋沿岸與離島的諸國家，但該《報告》所論的範圍廣大，有時亦論及印

度、波斯等亞洲國家問題。其成立宗旨在於促使明治知識人不只要學習西洋，更

要認知到以「東洋之先進」自任的「日本帝國」需詳知「近鄰諸邦之近狀」，對

外擴張實力，以求與「泰西諸邦」之均衡，故致力於紹介「東南洋」相關事物（東

邦協會 1891a：1-4）。即該會是一個研究亞洲太平洋地理、貿易、歷史等的學術

組織與平台等。但吾人當知，該學術關心的背後有著強烈的政治意圖（東邦協會 

1891b：111）。 

  又，該會成立目的背後，更可觀察到一部分明治知識人對歐洲人已開始研究

「東洋」的危機感與不滿。他們認為「國於東洋」的日本更有資格研究「東洋」，

具「補翼東洋之文化」的任務（東邦協會 1891c：10）。為上述目的與任務，該

會便每月發行《東邦協會報告》。該《報告》第一號第一、二、三編是〈南洋兵

備提要〉、〈濠州航海記事〉、〈東洋及南洋地誌〉，似乎比起東洋諸國，南洋諸島

的狀況更是他們關心的焦點。他們所認識的亞洲亦不是集中於東亞。在「〈東洋

及南洋地誌」〉一文中使用的「亞細亞」大抵與現在認知的範圍差不多，但有意

思的是，他們將亞洲的面積與人口分為「日本帝國」、「支那帝國」、「土耳其帝國」

三大獨立國與「露西亞」（俄羅斯）所統治的「露領亞細亞」與英國統治的「英

領亞細亞」兩大領土國來理解。也就是説，對東邦協會的編者群而言，亞洲當然

                                                       
31 「脱亞」思想並非始於福澤諭吉，伊藤博文等明治的政治家們或多或少皆有此思想（芝原拓

自 1988：469）。 
32 本文利用的是東京大學總合圖書館收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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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包括「陸權國家」俄羅斯與「海權國家」英國在内。他們的亞洲論述大抵將

俄羅斯視為北方防禦的假想敵，故非常注意西伯利亞、千島群島等地的情況及俄

羅斯之海軍的發展等，甚至設立俄羅斯語學校。而在他們有意染指的南洋，英國

便是主要的對手。亦即在 19 世紀後期，日本在向外擴張，成為「海權國家」後，

勢必與英國及俄羅斯直接競爭或與之合縱連横。 

如上所述，《東邦協會報告》決不是局限於日中、日韓間關係的議論，更包

括西伯利亞與南洋乃至波斯問題，及日俄、日英乃至日美關係等的議論，亦包括

國際法、歐美各國之外交政策、殖民貿易之事（東邦協會 1891d：139）。在這些

錯綜複雜的議論中，日本被積極想像為一地理位置優越的「海國」。特別是英國

被視為日本之模範國家。實際上，明治日本之海軍制度等即是學習英國的（池田

清 1981：146-156）。在《東邦協會報告》又有許多與海軍相關議題33。一篇名為

「海軍」的文章更明言若日本欲成為「西太平洋上平和的擔保者」，當擴張海軍

（東邦協會 1891e：1）。除此之外，海運、殖民等亦是其關心焦點34。 

  總之，東邦協會所關心的議題五花八門，無法在此一一檢討，其成員的思想

亦不一定一致。但如上述，促進日本政府與知識人對亞洲太平洋的認識乃至政策

的形成當是其主要的目的。雖自稱是學術性組織，其與政治的掛勾的情況明顯。

如副會長近衛篤麿是貴族院院長，後來的副會長加藤高明是促進日英同盟的外相

外，後更官至總理大臣。該會乃至其主要成員對近代日本的「海國」想像與對外

擴張政策的形成當有發揮一定的影響。接下來，檢討其主要成員的「海國」想像

與亞洲論述。 

（四）東邦協會主要成員的「海國」想像與亞洲論述：福本日南、陸羯南、近衛

篤麿 

福本日南(1857-1921)是東邦協會發起人之一。海外殖民是他主要關心的課

題。例如他在 1886 年寫下《樊噲夢物語：一名新平民回天談》(1886)一書中，

異想天開地敘述著日本的部落民移民到菲律賓，然後與菲律賓人推翻西班牙殖民

政權的故事。其内容有得自西洋的民權思想，又有著抵抗西洋以伸張日本之國權

與復興亞洲的思想（福本日南 1886：32-39）。在 1888 年日南撰寫「人口之蕃殖」

一文，更直接表明海外殖民之志。在該文他提出「興地力」、「興工業」、「興移住

殖民之業」這三個解決當時日本人口壓力的方法，但主張只有第三個才能根本解

                                                       
33 〈海軍比較〉（《報告》3 號）、〈露國の海軍〉（《報告》6 號）、〈現時海軍情勢一斑〉（《報告》

13 號）、〈東洋に於ける露西亞海軍の挙動〉（《報告》16 號）等。 
34 在《報告》12 號中有〈吾國海運の沿革〉一文，主張「吾邦振興の策一に海運の隆盛を計る

にあり」（吾邦振興之策一在計海運之隆盛）（頁 2）。在〈海國史談〉（《報告》，17 號）中亦主張

「貿易航海は吾邦富強の礎」（貿易航海乃吾邦富強之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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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問題，且他認為殖民有助於日本之航海貿易擴張35。 

日南的「海國」論述明顯地繼承著林子平以降的「海國」論述，更有著吾人

在本多利明等人思想中看到的將國内問題移往海外解決的思路。他在 1892 年《日

本》這一報紙上寫了題之為〈海國政談〉的一連串文章，後集結成《海國政談》

（福本日南 1892）。在其中，他就表明是在繼承林子平之志的意圖下寫的。只是

相較於林子平所講的是「海國之兵政」，他要講的則是「海國之財政」。其論述不

只重視軍事防衛，更重視貿易的擴張。他主張「文明之在交通」「富強之本在交

通」（福本日南 1892：4），特別強調海運發展的重要性，認為海運發展有利於人

與物的流動，乃至有助於貿易權與海軍的擴張。他希望日本能成為一個在經濟上

掌握太平洋霸權的「海國」（廣瀬玲子 2004：310-323）。此外，他同様是以英國

為日本國家發展的模範對象(ibid.: 265-344)。且値得一提的是，福本日南之「海

國」論是在與其他當時的國粹主義者對話、交流中産生的。顯然，在甲午戰前，

有關「海國」的討論既已熱烈展開(ibid.: 123­197)。在之後，相關討論，更有

増無減。例如：當時的重要雜誌《太陽》在 1902 年第 8 巻 8 號中制作「海之日

本」特集36。 

但另一方面，後來，日南又從「人道」的觀點，批判導致日本海軍擴張之馬

漢(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海權論中的「制海權」觀念（福本日南 

1903），亦反對軍事侵占中國。不過，他支持日本對清開戰，認為對清開戰有助

於使中國覺醒，也從其「海國」視角出發，贊成日本在中國的「商工業之平和擴

張」（福本日南 1900）。也就是説，福本主張一種允許日本經濟擴張的支那保全

論（廣瀬玲子 2004：191-197）。在日俄戰爭後，更主張成立「日英清之三國同

盟」(ibid.: 338-342)。然其論中明顯存在著日本是文明先進國之優越意識與對

清經濟擴張的思考邏輯。 

另外，亦是東邦協會會員的陸羯南(1857-1907)亦有類似看法。如本文一開

頭既已言及，陸羯南在 1902 年寫〈島國與海國〉一文，主張日本當發展為「海

國」。對於甲午戰爭，他以「文明」之名正當化之（陸羯南 1894：563)37，在甲

午戰後亦與日南一樣，展開海外殖民與海運、海軍論一體的論述。他雖主張日本

當保有朝鮮，但又主張「北守南進」（對俄協調），反對過度的軍備擴張，但贊成

日本在中國之經濟擴張（朴羊信 2008：61­106）。在 1998 年的美西戰爭後，更

對原本視為「博愛主義」之國的美國失望，批判引導美國從 19 世紀末開始擴張

的海權論為「野蠻」「紀元前之舊思想」，感嘆「野蠻亦是文明之道理何在」（陸

                                                       
35 出自《東京電報》，1888/11/8-9。本文轉引自廣瀬玲子(2004: 124,125)。 
36 在明治後期，除《海國政談》外，至少有以下以「海國」為名的書籍：《海國急務》（藤川三

渓 1886）、《海國》（曽良鉉三郎 1892）、《海國偉人傳》（石井研堂 1896）、《海國男兒》（江見水

蔭 1901）、《海國史談》（足立栗園 1905）、《海國日本》（伊藤銀月 1905 ）《海國男兒》西尾麟

慶 1910）等。 
37 福澤諭吉、内村鑑三等明治知識人之立場亦是如此（米原謙 2002：176­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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羯南 1899：220）。 

對此，吾人不禁疑問的是，何以陸羯南（或包括日南）即一方面以「文明」

之名批判美國的擴張思想，但又以「文明」之名正當化對清戰爭？此種日本中心

的雙重標準似乎是大多數的近代日本亞洲主義所面臨的問題（朴羊信 2008：143、

144）。僅就陸羯南與福本日南的情況而言，其中的一種可能解釋是，他們以「海

國」日本已達成有形文明（國家形式、制度等）的角度來主張日本的優越性（與

「西洋」的類似性）同時，又以無形文明（「人道」等）來批判「西洋」的野蠻，

強調東洋的一致性。關於前者，「海國」的地理狀況與武士風俗等，是其可強調

的日本與亞洲諸國差異之處，是「脱亞」意識的思想依據。後者可謂是來自他們

的漢學教養，是一種可強調日本與其他亞洲諸國關係的「興亞」思想依據。近代

日本亞洲主義當是，以與「海國」想像相關的「脱亞」意識為思想前提，但亦在

與漢學教養相關的「興亞」心態中成長的。 

另外，吾人在東邦協會副會長近衛篤麿(1863­1904)的身上亦可看到類似的

心態38。他在甲午戰後發表的〈關於海國勃興之要務〉（海國の勃興に關する要務）

一文中，主張「海國」日本之「興國根本策略」是「謀海運之發達」使「殖民政

略實行」、「通商貿易旺盛」，並認為日本當「以商工實霸東洋」，當「有收東洋之

海上權為我之必要」（近衛篤麿 1895：13）。篤麿的「海國」想像正是促使他從

商業利益之角度提出「亞細亞之門羅主義」的原因之一。 

所謂「亞細亞之門羅主義」是近衛在 1898 年 10 月與康有為對談中主張的。

他説：「歐洲列強皆為自己之利害而在東洋相爭。東洋乃東洋人之東洋，東洋人

不可不有獨決東洋問題之權利。美洲門羅主義，蓋不外乎此意。於東洋實行亞細

亞之門羅主義，其義務實由貴我兩邦肩負。現今局勢此事已不易行。但我最終目

的卻不可不為此」（近衛篤麿 1968：195­197）。在此段話中，篤麿以美洲門羅主

義為模範，提出亞洲門羅主義的主張。所謂的美洲門羅主義是以隔離、孤立為原

理建構的國際秩序原則之一。那是相對於舊大陸，作為一個正義、公正等價値支

配的新天地美國之自我形象的表現，具有一種理想主義的色彩（平石直昭 1998：

184）。然而，當在 19 世紀末美國亦開始進入海洋，成為太平洋國家。這一美國

的轉變亦觸動了篤麿提出亞洲門羅主義。 

其實，篤麿主張的亞洲門羅主義主要是〈同人種同盟，附支那問題研究之必

要〉（近衛篤麿 1898）中之「支那保全論」的另一種表現方式。在該文他從「人

種競爭」的觀點來主張日本與中國間成立「同人種同盟」的必要性，認為日本當

阻止中國的分割危機，方符合日本的國家利益，即軍事防衛與日本商品市場的利

益。所以，篤麿的人種論述只是手段。其實，該論發表不久後，他便不再強調「人

                                                       
38 不過，就具體的亞洲連帶論内容而言，近衛與陸羯南等人之論是有差異的（坂野潤治 1977：
8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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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而改講「東洋文化」（大内暢三 1934：146）。不管如何，其目的還是對西

洋列強之軍事防衛與其貿易利益，其背後更有日本已是文明先進國，要讓同具東

洋文化的中國化育於文明的優越意識（近衛篤麿 1895：1）。正是這些目的與優

越意識上，近衛篤麿開始主張亞洲門羅主義的。 

總之，這些立基於「海國」想像的亞洲論述是，在具體主權平等的近代國際

關係中展開追求國家利益的論述。但他們主張日本當從「島國」變身為「海國」，

而「海國」想像確將他們導向認同經濟擴張之路，而為此目的有時軍事侵略亦是

可黙認的。亦即 19 世紀日本的「海國」想像主要是希望將日本建設為經濟大國，

但亦不可免地將日本導向「海權國家」之路發展。其所導出的亞洲論述主要是以

經濟擴張為目的，軍事服務於此目的。但在後述之「海權」、攻勢國防等觀念的

啓發下，特別是在日俄戰爭後，日本的亞洲論述亦漸漸往合理化帝國之軍事擴張

的方向發展。 

四、海權思想與近代日本之軍事擴張主義、亞洲論述 

東邦協會促進日本的「海國」想像與發展的重要事跡之一是，對馬漢的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日譯本為《海上權力史論》） 
39的譯介。衆所周知，在甲午戰後，日本開始殖民台灣，成為帝國主義國家前後，

世界亦發生夏威夷革命(1893)、美西戰爭(1998)等大事件，美國在 19 世紀末亦

改變其外交策略，欲成為「海權國家」。其背後的思想主要有著《海上權力史論》

等論著的影響。他的書快速地在世界各地流行，而他無疑是 20 世紀美國帝國化

的主要理論貢獻者之一(Connery 2001: 183­184)。 

該書是在 1890 年出版的。在第一章中，馬漢從貿易通商角度來主張發展海

運、殖民地的必要性，並強調海軍擴張之必要。並用「海權」（「海上權力」、sea 

power）這一概念建構築其地政學理論。他以影響海權的六個條件（地理位置、

自然結構、領土範圍、人口、民族特點、政府的特點和政策（及三個影響要素（生

産、海運、殖民地）的連鎖效應來説明「海權」。然後在其他章節，他通過對歐

洲、美洲之海戰史的討論來説明「海權」的重要，並主張美國的模範當是擁有最

強大海權的英國。其實，他所謂的「海權」不只是指以武力支配海洋的軍事勢力，

更包括為保護海運、貿易、市場而建設之海軍相關設施等，特別重視通過運用優

勢的海權與戰術來獲得「制海權」(command of the sea)。 

最先將馬漢的著作介紹給日本的是，1890 年時正在美國旅行視察的金子堅

太郎(1853-1942)。他將該書帶回日本，在該書在美國、歐洲獲得廣泛的讚賞之

後，抄出該書第一章給當時的海軍大臣西郷從道，載於《水交社紀事》（1893 年，

                                                       
39馬漢的《海上權力史論》(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水交社譯，東京：

東邦協會，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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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7 號）。該文隨即轉載於《東邦協會報告，第 28 號》（1893 年 8 月）中，題

之為〈海上に於ける國權の要素〉。後來在《東邦協會報告》第 29 及第 31 號中，

又刊出東邦協會重要成員且後來任海軍大學校校長的肝付兼行所譯的第一章，題

名為〈海上權力の要素〉。之後，1896 年水交社即譯出全文，由東邦協會發行出

版，題名在《海上權力史論》在短短兩天内就賣出數千本（麻田貞雄 2010：15）
40。 

（一）海權思想與近代日本海陸軍的軍事擴張主義 

東邦協會會長副島種臣在《海上權力史論》序文中，就直接説「外交術與海

軍力謂之制海二要素，吾國『海國』也」，認為日本若能掌握「制海權」，就能支

配海洋的貿易通商。亦如前述，陸羯南等人亦當讀過該書。不過真正受到刺激的

當是日本海軍，他們將之運用於海軍擴張之方向。 

首先，肝付兼行在《海上權力史論》的序文中，力陳對海軍的發展而言，除

日新月異的技術外，從過去的歷史中提煉出原則，開發知識以在實戰中應用亦是

重要的。他從此觀點肯定馬漢《海上權力史論》的重要性。 

再者，將馬漢的理論按日本地政情況改編的是佐藤鐵太郎(1866­1942)。他

曾任海軍大學校長，對明治後期以後之日本海軍政策有重要的影響。佐藤在 1892

年所寫的〈國防私説〉中，即從地理與經濟等原因力陳「海國」日本的國防當是

海主陸從（石川泰志 1995：7）。後來，佐藤又寫《帝國國防論》(1902)與《帝

國國防史論》(1910)等書。在上述兩書中主張日本的學習典範當是同為「海島國」

的英國，又導入馬漢的「制海權」等為核心概念建構其國防論，認為日本國防不

管是攻撃或防衛皆都應有強大海軍以護衛陸軍，改以「海主陸從」為主（麻田貞

雄 2010：48、49）。《帝國國防史論》至 1912 年又増補成《帝國國防史論抄》。

該書出版後到太平洋戰爭前一直是日本海軍的必讀經典（麻田貞雄 2010：50）。 

衆所周知，海軍與陸軍之爭是日本近代史，特別是軍事史中一個極重要問題。

基本上，一直是陸軍的陸主海從政策主導的。特別是在日俄戰爭後，在獲得滿蒙

權益，〈帝國國防方針〉確立之後，雖因假想敵的差異（大抵是陸軍以蘇俄，海

軍以美國為假想敵），陸海軍日益對立，互相競爭軍備擴張，但陸主海從的大陸

帝國發展方向已然確立（北岡伸一 1978：9­17；石川泰志 1995：32­33）。佐藤

等人之論當是在這一背景中，力抗主流政策的論述。佐藤雖反對向大陸擴張，但

主張軍備之目的為維持平和與擁護「國體」，且認為當擴張海上權力以求「自強」

與「將命」（應天之明命）（佐藤鐵太郎 1910：86-89；1912：78-82）。雖佐藤將

重點放在「自強」，但事實上，如同英國一樣，只要有強大的海軍力，就可能支

配世界的海洋，在世界各地殖民。這亦是「將命」所潛藏之意義。 

                                                       
40 順便一提，《海權論》傳入中國亦是經由日本媒介的，相關研究參閲（周益鋒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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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對於中國，他雖反對占領滿蒙，但主張如英國對印度一樣，以讓中

國大陸之軍自己防衛，然後日本執其牛耳（佐藤鐵太郎 1912：525-555）。就北

進與南進的論爭而言，佐藤之論無疑地是導向和平的南方發展的海洋立國論，且

影響了山本權兵衛（1850­1933，第 16、22 任首相）等人（池田清 1981：115）。

另外，對於美國，他則主張互相提攜以維持太平洋的平和（佐藤鐵太郎 1912：

505-513），提出一種太平洋海洋國家連攜論。此種論點現已為當代日本的海洋國

家同盟論所繼承（渡邊利夫 2008）。但另一方面，他也悲觀地看待日美關係，認

為兩國可能在中國利益與太平洋霸權的問題上，終需一戰（佐藤鐵太郎 1912：

509）。 

總之，較之馬漢，佐藤之論雖更重防衛與平和之論，但亦非單純的反擴張主

義、反殖民之論（佐藤鐵太郎 1912：548）。從佐藤之例可説，海軍擴張論不必

然導向軍事侵略論。從另一角度看，制海權的觀念與海軍的擴張雖可導向重視平

和與防衛論的一方，但對主張往大陸擴張的一方更是需要的。事實上，佐藤之後

繼任海軍大學校長的加藤寛治亦利用馬漢之論正當化海軍的軍事擴張，並配合陸

軍之大陸擴張政策，展開大海軍主義，並在此基礎上，主張以日本為盟主之亞洲

門羅主義（加藤寛治大將傳記編纂會 1941：577­578）。而且，陸軍也不必然反

對海軍的擴張。陸軍大老山縣有朋在其 1890 年提出的〈外交政略論〉中，提出

的主要課題之一即是海軍的擴張（山縣有朋 1966）。當注意的是，該論亦是日本

從守勢國防轉向攻勢國防的轉捩點（村中朋之 2005：109-111）。山縣亦是在此

一思想基礎上主導日本在 1907 年制訂上述〈帝國國防方針〉的。在此陸主海從

的國防方針中，海軍的海權思想不得不為陸軍之「陸權國家」欲望服務。 

（二）海權思想與德富蘇峰的軍事擴張主義、亞洲論述 

再回到馬漢的海權論來，該論不僅影響日本海軍，亦影響德富蘇峰

(1863-1957)等民間知識人。德富蘇峰早在明治 20 年代初期(1888)左右就開始主

張對外擴張主義，更在甲午戰後發生的三國干渉還遼問題為契機成為帝國主義者

(德富蘇峰 1935：310)41。約莫在同時期，他亦注意到馬漢的海權論，在 1894 年

10 月 24 到 11 月 1 日的《國民新聞》中連載肝付兼行介紹馬漢海權論的社論〈海

上之權力：肝付海軍大佐之意見〉。在這一年，德富蘇峰的名字亦出現在《東邦

協會報告》第一號（1894 年 8 月）上面，成為會員（安岡昭男 1998：228）。甲

午戰後，他亦將其在戰爭前後發表的論文結集成書出版，書名為《大日本膨張論》。

此書將甲午戰爭導往日本向大陸擴張的機會理解，故對後來日本之帝國意識的形

成有重要影響（纐纈厚 1994：32）。又，他在〈戰爭に伴ふ顯象〉（伴隨戰爭之

顯象），《國民の友》第 240 號，1894）等社論，主張日本當取代英國成為「東洋

之霸權」。隔年，他在〈合衆國之外交〉（《國民の友》第 273 號，1895）一文中，

                                                       
41 但是其膨脹思想非突然出現，而在之前已醞釀，相關研究參閲米原謙(2002: 15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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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美國進出太平洋的可能性，主張日本的資本家當掌握太平洋霸權（澤田次郎 

2011：140-141）。在日俄戰後，蘇峰更認為日本當從「島帝國」成為「陸帝國」

（米原謙 2003：174）。不可否認地，諸如此類的主張，在某種程度鞭策著日本

往大陸擴張之方向前進。 

也就是説，隨著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的勝利，德富蘇峰不僅認為日本當成為

「海權國家」，更當成為「陸權國家」。在這點，蘇峰的思想顯現出與前述的佐藤

鐵太郎的差異，成為一個與陸軍主流派一様的大陸擴張主義者。此種大陸擴張主

義亦是以「海國」想像為基礎的。因為在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期，蘇峰雖認為日

本與美國在太平洋的海權方面有所衝突，但因有俄羅斯這一共通敵人，故亦是日

英或日美同盟的贊成者。其背後的理由便是同為「海權國家」的日本與英美聯合

以共享在中國的利益，以抗「陸權國家」俄羅斯（澤田次郎 2011：218）。另一

方面，在此一觀點上，他亦反對近衛篤麿所提的日清同盟論，認為該論會加劇歐

美的黃禍論（澤田次郎 2011：219）。有意思的是，馬漢在《海上權力史論》一

書中，亦在論及俄羅斯的擴張時説：「鬥爭將在陸權國家與海權國家間展開，列

好陣勢」the struggle as arrayed will be between the land power and the 

sea power」(Mahan 1900: 62)，然後論述日、英、美等「海權國家」結盟以對

抗「陸權國家」俄羅斯的戰略思想。此一看法接近蘇峰的想法。事實上，蘇峰看

過該書，當有受到啓發（澤田次郎 2011：258）。但後來，日本雖在 1902 年成功

與英國結盟，與美國則在移民問題與太平洋之制海權的問題上開始對立。為此，

蘇峰漸從日美同盟論者、脱亞論者轉向亞洲主義者。在此過程中，吾人可看到蘇

峰對馬漢之擴張思想的吸收與對其美國擴張主義、種族主義思想的抵抗。 

但德富蘇峰與當時在心情上、戰略上從人種、文化視角來提倡興亞的亞洲主

義者（如前述的近衛篤麿）不同，是一個對歐洲人在「亞細亞」的概念框架中討

論中國與日本之問題感到反感的脱亞論者（米原謙 2002：181）。只是到 1913

年美國制訂排日土地法，排日運動愈趨白熱化後，在 1916 年出版的《大正政局

史論》，他第一次正式説「東洋門羅主義」（德富蘇峰 1916：400）。然後，在《大

正の青年と帝國の前途》（大正青年與帝國前途）中，則説：「亞細亞門羅主義是

指由亞洲人來處理亞洲之主義」，主張由日本人為「東洋人種的總代表」，「蕩掃

白閥的跋扈」（德富蘇峰 1978：230-232）。然而，不管其表面的言論是「脱亞」

或「興亞」的，其背後不變的是，成為西洋的「脱亞」志向。為此目的，他必須

挑戰西洋，成為擁太平洋霸權的「海權國家」，其所假想的敵國就是美國42。 

事實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與美國皆因戰爭而得利，彼此開始競

爭太平洋霸權，展開軍備競賽，以致在 1922 年舉行華盛頓會議，以 5：5：3，

即英國與美國皆 5日本 3的噸位比例達成妥協，日本獲得西太平洋的支配權，進

                                                       
42 此外，値得注意的是，該書賣出百萬本，可見其言論在當時之日本有一定的影響力（坂本多

加雄 1996：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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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短暫的國際和平時代43。但在此和平時代中，在日本海軍内部，欲與美國對決

的思想亦是不斷在發酵的（麻田貞雄 1993：160­189）。最終，在「陸權國家」

欲望的驅使下，日本陸軍侵略了滿洲，破壞了以不單獨侵略中國為前提的華盛頓

體制，而導致了日本與美國的開戰，及美國完全支配太平洋乃至世界海洋的結果

（高坂正堯 1970：149）44。 

再從另一角度思考，日本所欲確立的是亞太區域的海權，這與放眼世界欲掌

控世界之海權的美國海軍思維不同，故「脱亞」的「海權國家」日本與美國之間

是有合作空間的，如前述，這樣的想法亦存在日本海軍思想中。但除「陸權國家」

與「海權國家」欲望外，「脱亞」思想中有一個跨不過的障礙，那就是人種問題

（植村邦彦 2006：180­186）。反過來，這亦成為亞洲主義之最好藉口。尤其在

1924 年美國國會通過〈排日移民法〉(The Immigration Act , 1924)後，似乎日本

更不得不選擇以亞洲的先進者之姿，去完成其世界史的使命。最後，雖然在「陸

權國家」與「海權國家」欲望及世界史使命感之驅使下，日本短暫地建立了大東

亞共榮圏，亦促使了許多東南亞國家脱離西方「海權國家」之殖民地狀態（白石

隆 2000：190），但最終讓日軍深陷於大陸，深葬於海洋中，將日本帶往幾近破

滅之路。 

五、結論 

首先，自覺到日本的「海國」形勢以區別中國的是，活躍於 18 世紀後期林

子平的《海國兵談》。從此為一個起點，日本開始以「海國」之姿學習西洋、防

衛西洋，建構了許多海防論。然後，在 19 世紀前期，本多利明、佐藤信淵、吉

田松陰等人除防衛之需要外，亦基於社會經濟需要而主張海外擴張論。就其主張

的擴張範圍主要是在亞洲地區而言，可謂是明治時期亞洲論述源流之一。 

到了明治時期，「海國」的想像與建設讓想將國家打造成亞洲之「新英國」的日

本在有形文明意義上達成「脱亞」，進入近代主權國家體系中，得與西方國家在

亞洲地區爭奪區域霸權。這使得近代日本之擴張主義型亞洲論述展開於「脱亞」

意識之上。再者，來自美國的「海權」觀念提供日本海運與海軍之擴張主義論述

的理論依據，合理化其向海洋、周邊的亞洲太平洋地域擴張的軍事行動，最後更

導致與美國的衝突，亞洲門羅主義的興起。 

雖然，如佐藤鐵太郎的理論般，「海國」的想像與海軍的擴張不必然導向對

亞洲的侵略與殖民，而可能導向「海國」同盟論等方向。但此一「海國」的認同

                                                       
43 在東亞地區，這一時期的平和，除了日美等國間的妥協外，中國内部的群雄割據狀態亦給了

日本許多操作的空間（坂野潤治 1977：157­161）。 
44 1930 年代日本軍國主義的興起原因複雜，除外本文亦有論及的天皇中心世界觀及「海權」、「陸

權」等地政學思想的刺激外，亦存在明治憲法的問題，及日本内部的政商勾結問題、世界經濟的

問題等(Gordon 2003: 186­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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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讓日本知識人找到一個日本與中國（大陸的、農業的、封建的中國想像）的

差異點，及從「海國」（經濟大國、文明國家）的觀點等強化了自國的優越感。

只是日本不同於英美等世界霸權型的「海權國家」，而是一區域霸權型的「海權

國家」，主要將其欲稱霸的領域設定在亞洲太平洋。再者，日本甚至以「海權國

家」的優越姿態進一歩欲成為與俄國一樣的「陸權國家」。只是日本與立基於歐

亞大陸的「陸權國家」俄羅斯等不同，是立基於「島國」的地理基礎上。雖然神

宮皇后與豐臣秀吉等神話歷史人物的大陸夢想與記憶不斷刺激著日本帝國之「陸

權國家」欲望，但似乎從一開始其「陸權國家」欲望就注定會成為另一次歷史的

妄想。其自以為獨特的「島國」心態何以能長久對抗中國的國族主義及其多元複

雜的社會情況與地緣政治狀況，進而統治之45？ 

不管如何，二戰前的日本已成為如美英等西洋國家一樣的帝國主義國家。但

在人種、文化的方面，特別是在人種問題上，日本無法同化於西洋，而遭到否定

與歧視。這一情況強化日本當成為東洋之盟主的使命感，而該使命感反過來合理

化日本稱霸太平洋的「海權國家」欲望與占領中國大陸的「陸權國家」欲望，支

持擴張主義型亞洲論述（一種興亞論述）。 

「脱亞」與「興亞」看似矛盾的兩個命題，在近代日本知識人的思想中常是

無矛盾地共存著。這是因為「亞洲」是歐洲人所命名的概念，受到西方知識中的

亞洲觀制約。對一部分的近代日本知識人而言，儘管亞洲各國的社會與文化有許

多差異，但只要在近代西方知識架構中思考，在近代西方國家體系中活動，也只

有成為主權國家，乃至亞洲區域的霸權者，才能向歐洲人證明日本已脱離文明史

觀中亞洲段階。就此意義，「興亞」經常只是手段、口號，「脱亞」乃至超克「近

代」（「歐洲」）才是目的。  

總之，在日本周邊的海洋、特別是太平洋亦成為歐洲人之世界史的海洋之後，

「海國」想像可將日本導向「脱亞」的「海國」同盟論，亦可將之導向以「脱亞」

意識為前提的「興亞」論述中。二戰前的日本，結果是從前者（英日同盟）走向

後者（大東亞經濟圏）。二戰後，日本雖不再從事於軍事擴張，不再妄想成為「陸

國」乃至「陸權國家」，但「海國」的認同與想像依舊存在，又將日本引導到「脱

亞」的「海國」同盟論的一邊。著名國際政治學者高坂正堯在冷戰時期，認為日

本在美國完全支配世界之海洋的時代中，因選擇徹底「脱亞」，在美國的保護下，

成為「極西」之國而獲得經濟的成功（高坂正堯 1970：149­156）。但他亦同時

指出在中國擁有核武之後，日本必須回到其非東洋亦非西洋的身分，尋求獨自的

力量，以擺脱從屬於美國或中國的困境(ibid.: 156­160)。為此，他主張日本當

擁有最低限度的武力以減少敵人侵略的企圖，並維持與美國某種程度的軍事同盟

關係，然後放棄「島國」思維，面向海洋，以開放的「海洋國家」自許，積極去

                                                       
45 橘樸即是從此角度來理解現實的中國，看待日本的大陸擴張政策的（野村浩一  1997：
200-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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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海洋、運用海洋，展現開放、冒險的精神(ibid.: 177­186)。 

然而，高坂之改革構想依然是在江戸以來「封閉的『島國』對開放的『海國』」

這種思維模式中。雖他的「海國」想像不再是要日本成為東洋盟主乃至世界救世

主，而是在維持美日同盟的前提下，企圖擺脱對美國的過度依賴，脱離島國化的

狀況。只是，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日本的「海國」想像不可避免地轉化為強加

「陸國」形象給中國，以強化美日同盟或發展「海洋亞洲」論等的話語（許介鱗 

2007）。這似乎是對日本過往欲爭奪亞洲陸權之狂妄行為的反省，但又是對其向

大陸擴張所造成之歷史問題與責任的逃避。無論如何，走出「島國」心態，放棄

「陸權國家」欲望，成為開放的「海國」當是多數現代日本人企求的日本形象。  

然如本文開頭所述，從内陸出發打下天下的中國共産黨政權亦開始面向海洋，

想像「海國」中國之姿。這對中國共産黨本身是好是壞尚未可知。可知的是，中

國的此一轉變將使東亞的海域成為「海國」間的鬥爭之場。當代東亞的現勢似乎

是，日本不能再只主張自己是一個平和「海國」，而一味要求中國安於「陸國」

身分；中國亦不能無視日本捍衛「海國」形象的決心，而要求其安於「島國」之

中。包括台灣在内，東亞地域中的各個大小「海國」如何在競爭中，找出一條彼

此可共同發展的道路？這當是現代東亞世界中的一大難題，需各國執政者高度的

平衡感覺。再換個角度思考，這似乎也可説是東亞國家在歷經對西洋文明的挑戰、

模倣，以及熱戰、冷戰後，共同「脱亞」，進入近代西方主導的主權國家體系的

結果。現在的釣魚台列嶼主權争議問題則是伴隨著中國之崛起所導致的大國間海

權意識衝撞的結果。其徹底解決方法也只有訴諸於武力或國際法庭，乃至成立所

謂共同海洋保護區等類似作法。但前者是吾人所不樂見的，後者實現的可能性亦

低。畢竟被主權、疆界、海權等概念所催眠的現代政治家與一般人民没有人願意

低頭示弱。平和的維持似乎只能仰賴一方之絶對武力優勢與另一方之忍讓，但此

一情勢正在改變中。 

然而，近代西洋文明不只帶給了東亞國家主權、疆界、海權、陸權等概念所

構築的國際政治體系，亦帶來了普遍的民主主義，及日本之和平憲法這一理想主

義下的實際産物。平和憲法雖是美國占領時期的意外結果，然其理念要素不僅存

在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等西方思想家的政治哲學中，亦早已存在於

東亞的漢文血脈中。例如：儒學中三代之治的理想，及在美國建國理念中發現三

代理想實現的横井小楠(1809-1869)政治思想（公共和平之政），或遠紹孟子的《社

會契約論》(Du Contrat Social)譯者中江兆民(1847-1901)之政治思想等即是46。

筆者以為避免東亞海域成為「海國」間對撞之場的可能方向之一是，在現實國際

政治的層次，試圖加強經濟的連帶及尋求共同開發或維持海洋資源的可能性，如

前述之共同海洋保護區等類似作法。又在理念的層次，從維持、宣揚、尊重、推

                                                       
46 這是另一論點的展開，在此已無多餘篇幅討論。相關研究可參見山室信一(2007: 8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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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和平憲法理念開始做起。特別是在筆者的認知中，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東京都

與日本政府的購買釣魚島行動中，其背後有一股欲推動修憲的力量，意圖製造修

憲氛圍。從此觀點言之，日本内部的維持和平憲法團體與人民之意志必須更堅定，

日本以外的國家更需要認知到和平憲法之價値而欲維持乃至適用之。雖然這亦是

一條艱難的道路，但亦是紮根於東西哲學普遍理念的一條路，更是在崎嶇的人類

文明道路上，理應嚮往的目標。 

在這樣的國際政治現況中，衆所周知，小國台灣是舊中華帝國與舊日本帝國

的雙重邊境，並位於新興中國勢力與美日同盟的交界處，其位置十分關鍵且危險。

正因如此，台灣除當主張對釣魚台列嶼等的主權以凸顯其争議性外，更需宣揚、

尊重、推廣和平憲法理念，以期成為亞洲和平理念的領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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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赴國外(或大陸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日期： 101年 10月 16日 

           

一、 國外(大陸)研究過程 

 

第一天(1 月 27 日) 搭乘飛機到東京並住宿飯店。 

第二天( 1 月 2８日) 到日光東照宮與其博物館參訪。 

第三天(1 月 29 日) 到書店購買高木不二《横井小楠と松平春嶽》等與國科

會研究相關書籍。 

第四天(1 月 30 日)  到東京大學本郷的圖書館搜集張偉雄〈文酒唯須らく舊

好を修むべし : 宮島誠一郎と清國公使団員との筆談考(一)〉(《札幌大學

総合論叢》9號，2000 年)等相關研究資料，並造訪千葉大學蔡孟翰教授。 

第五天(1 月 31 日) 到東京大學本郷的圖書館搜集相關研究資料，並造訪東京

大學廖肇亨教授。 

第六天(2 月 1 日) 到内閣文庫搜集《美理哥國総記和解》《輿地誌略》等資

料與研究，並與東北師範大學大田英昭教授見面，邀他來交大參與學術研討

會。 

第七天(2 月 2 日) 到東京大學本郷的圖書館搜集資料與研究，並與東京大學

博士生清水光明見面。 

第八天(2 月 3 日) 到東京大學駒場校區的圖書館搜集資料與研究，並順道造

訪東京大學黒住真教授。 

第九天(2 月 4 日) 到神保町購書，並整理所購書籍與影印之資料、論文郵寄

回台灣。 

第十天(2 月 5 日) 返台。 

 

二、 研究成果 

 

計畫編

號 

NSC100－2410－H－009－030－ 

計畫名

稱 

十九世紀日本之亞洲論述的展開與越境：抵抗「西洋」、追尋「共

和」、擴張「帝國」 

出國人

員姓名 
藍弘岳 

服務機

構及職

稱 

交通大學 助理教授 

出國時

間 

101年1月27日

至 

101 年 2 月 5 日 

出國地

點 

日本 



 

1 2011 年 10 月 〈如何亞洲、什麼情感：思考的局限與知識的困境〉（林淑

芬與談 ; 彭明偉與談 ; 王智明與談 陳光興主持 ; 藍弘岳回應 ; 汪宏倫

回應），《文化研究》12 期，頁 138-156。 

2 2012年10月(予定出版) 〈面向海洋，成為西洋──「海國」想像

與日本的亞洲論述──〉，《文化研究》14期，（TSSCI)。 

3 〈「共和」概念與十九世紀日本與中國之政治思想──從概念的翻譯到相

關政治論述的展開、轉折──〉（2012 年 5 月發表完，準備投稿中）。 

4 Facing The Sea, Becoming The West: The Imagination of Maritime Nation and 

the Discourse of Asia in 19th Century (2011 年 9 月發表，已被收入“Japan 

Borders,Displacement and Creation. Questioning the Contemporary”中，但尚未出

版)。 

 

三、 建議 

無。 

四、其他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1年 10月 16 日 

           

一、參加會議經過 

本次出國之主要目的是去參加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與葡萄牙的波爾

圖（University of Porto）哲學系以及法國巴黎第八大學哲學系合作舉辦的會議

「Borders, Displacements and Creation. Questioning the Contemporary」。地點在葡

萄牙第二大都市波爾圖。在之前，順道前往荷蘭來登大學短期研究。主要在來登

大學的圖書館内捜集與本人國科會計劃（〈十九世紀日本之亞洲論述的展開與越

境──抵抗「西洋」、追尋「共和」、擴張「帝國」──〉）相關之蘭學方面的

資料與研究。 

首先，第一、二天大部分的時間皆在機場與飛機中渡過的。第三天開始，

正式開始在來登大學的短期研究。首先與來登大學亞洲研究中心（Leiden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Area Studies）的 Kiri Paramore 教授見面，在他的帶領下一

同參訪來登大學的各校區與圖書館。從當天開始至第五天左右皆在圖書館中渡過，

主要看來登大學所收藏與日本歷史、思想、文化相關的資料。例如：看了《洋學

指針》《蘭學逕》等書。第六天(8 月 27 日) 則與在來登大學當訪問學者的日本

專修大學教授菅原光教授等人見面，討論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之近況。 

第七天(8 月 28 日)則開始往葡萄牙移動，首先搭乘飛機前往里斯本，並住

宿里斯本，隔天（第八天)一早坐火車前往波爾圖，並在下午開始參加在波爾圖

計畫編

號 

NSC100－2410－H－009－030－ 

計畫名

稱 

十九世紀日本之亞洲論述的展開與越境：抵抗「西洋」、追尋「共

和」、擴張「帝國」 

出國人

員姓名 
藍弘岳 

服務機

構及職

稱 

交通大學 助理教授 

會議時

間 

100 年 8 月 29

日至 

100年 9月 1日 

會議地

點 

葡萄牙的波爾圖大學

（University of Porto） 

會議名

稱 

(中文) 彊界，移動與創造，質問當代 

(英文) Borders, Displacements and Creation. Questioning the 

Contemporary 

發表論

文題目 

(中文) 面向海洋，成為「西洋」──「海國」想像與

十九世紀日本的亞洲論述── 

(英文) Facing The Sea, Becoming The West: The Imagination of 

Maritime Nation and the Discourse of Asia in 19th Century Japan 



大學舉行的研討會（Borders, Displacements and Creation. Questioning the 

Contemporary）。第九天(8 月 30 日)是整個行程的高潮，本人在當天發表論文。

論文題為 Facing The Sea, Becoming The West: The Imagination of Maritime Nation 

and the Discourse of Asia in 19th Century Japan。之後的第十、十一天則參加會議，

聽來自法國與葡萄牙等國學者與台灣學者的論文發表。第十二天則參訪波爾圖市

内後坐火車前往里斯本，並搭飛機前往阿姆斯特丹機場，後再轉飛台灣，於第十

四天(9 月 04 日) 於晩間抵達台灣，結束此次歐洲行。 

 

 

二、與會心得 

此次歐洲行的收穫是首次用英文發表的自我成就感與獲得外國學者對拙論

的正面評價。但一方面在高興之餘，又痛感到自己的英文能力不足。雖能以英文

寫作，但在需用英文溝通時，無法説得流暢。故經此次歐洲行後，下定決心要好

好練英文，希望幾年後英文能力能與日文能力一様好。又，此次，亦是本人第一

次到歐洲國家的大學短期研究並參與會議。感覺非常新鮮，終於可感受到歐洲國

家的人文氣息，並感受到他們自由討論的學術風氣，亦不由得感嘆台灣人文風氣

尚待加強。總之，此次歐洲行，經由將自己的身體擺進歐洲，而更切身地感受到

歐洲文化，更能在歐亞文化比較的視野中來進行思考。這當是本此參訪最大的收

穫。 

 

三、考察參觀活動(無是項活動者略) 

如前述，會議前曾順道至前往荷蘭來登大學短期研究並參訪來登市，與 Kiri 

Paramore 教授等人見面。 

 

四、建議 

無。 

 

五、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無。 

 

六、其他 

 

 

 





Hung-Yueh Lan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Taiwan)

Facing  The  Sea,  Becoming  The  West:  The  Imagination of 
Maritime Nation and  the  Discourse of  Asia  in  19th Century 
Japan

Takeuchi Yoshimi (1910-1977), a famous leftist critic in modern Japan, reviewed Japanese 
modern history through Asianism, commenting that Asianism was not an ideology but a trend 
hard  to  be  explained  historically (Takeuchi  1963).  Takeuchi  was  right,  since  Asianism  only 
existed as a loose set of ideas and had its foundations in European concepts (Sven Saaler 
2002).  Yet,  one  cannot  deny  that  Asianism  was  a  really  important  concept  in  intellectual 
discourses in modern Japan; we can even posit it as a key concept to expla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Japan. Most scholars engaged in this topic, however, have only focu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Asiainsm in the Meiji  period (Hazama 2001; Sven Saaler  2002).  In this 
paper, I  would like to discuss the emergence of  discourses of  Asia  which developed to the 
Asiaism from the late Tokugawa period focusing on maritime nation imagination. 

“World  history  is  the  history  of  the  wars  waged  by  maritime  powers  against  land  or 
continental powers and by land powers against sea or maritime powers” (Carl Schmitt 2011). 
Indeed,  when European maritime powers occupied most of sea spaces,  they began to trade 
with Asian countries, and gradually to colonize large areas of land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y. 
Japan was one of those trade countries; it was also the first one successfully avoiding the fate 
of colonization. In the middle of the 18th century, by the contact with the Europeans came from 
the sea, a few Japanese intellectuals gradually started to recognize Japan’s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as a maritime nation(海國)1.

As  we  will  discuss  below,  to  image Japan as  a  maritime  nation was  a  way to  make 
differences from China. In the 18th century, intellectuals who imaged Japan as a maritime nation 
no longer imitated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ystems of continental nations (陸國，notably China)2; 
rather,  they took the Western maritime powers as a model  to build  the nation and expand 
territories3. In this sense, to imagine Japan itself as a maritime nation was a step, or maybe a 
turning point, in Japan’s attempt to de-Asianize (Escape from Asia, 脱亞),also, it was a step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sianism. That is to say,  Asianism, especially of  those expansionist 
thoughts  of  Asianism4,  was  actually  based  on  the  de-Asianization  thoughts  rather  than  its 
contradiction.

 In this paper, I want to argue that Japan’s imagination of being a maritime nation wa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Asianism’s emergence in modern Japan. For this purpose, I will examine the 
discourses of Japanese intellectuals concerned with building up Japan as a maritime nation in 
the 18th century, and then I will discus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imagination of maritime nation 
and the rise of Asianism.

1 Deferenting from the “island nation”(島國) , “maritime nation”(海國)has an opening image. Kuga Katsunan, a famous 
journalist of Meiji Japan had said that “island nation” is a word for blaming, in contrast, “maritime nation” is a word for 
praising.
2 But on the other hand, even in the Meiji period, many Japanese thinkers still use the thinking resources that came 
from China, and they learned the western thoughts through the Chinese thoughts and words.  
3 Of course, Japan also learned from the continental nation of Europe, for example Prussia, but what I want to say is 
that to image Japan itself as a maritime nation is a wholly new idea got form the maritime powers of the Western  
nations.  
4 There are at least three type of Asianism, namely idealism, realism and expansionism. In this paper, I will focus on 
the expansionist thoughts of Asianism.



The Appearance of the Imagination of Maritime Nation
　　Hayashi Shihei (林子平，1738-1793) was probably the first Tokugawa intellectual who viewed 
Japan  as  a  maritime  nation.  He  was  a  Japanese  military  scholar  who  had  studied  “Dutch 
Learning” (Western studies). Before writing the  Kaikoku Heidan( A Discussion of the Military  
Problems of a Maritime Nation，海国兵談), Hayashi wrote a book called Sangoku Tsūran Zusetsu 
(Illustrated Description of Three Countries，三國通覧図説). In this book, how Japan should deal 
with Chosen (Korea), the Kingdom of Ryukyu (Okinawa), and Ezo (Hokkaido) problems related 
to Ezo was its main focus. 

Another major issue in Sangoku Tsūran Zusetsu was how Japan should defend itself from 
Russia. In Kaikoku Heidan, Hayashi recommended the development of stronger military forces 
and a maritime defense capability.  Being aware of that Japan was surrounded by the seas, 
Hayashi suggested that Japan should be regarded, and regard itself as a maritime nation, and 
was thus different from the “Tangshan”(唐山，China). To exaggerate Japan’s vulnerability from 
the seas, he wrote: “the waters flowing under Nihonbashi in Edo and the waters in the rivers of  
China and Holland are one stream without any barriers”(Hayashi 1979). From Hayashi Shihei’s 
point of view, the sea was not merely a natural barrier but also a medium for other countries to 
invade Japan.  

Hayashi was particularly afraid of the threat of invasion from China or from Russia. In order 
to prevent invasion by the two continental powers, he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coastal 
defense. Being a maritime nation different from China, Japan’s military strategies and thoughts 
based on ancient Chinese military books and principles should be corrected (Hayashi 1979). 
Also, the future enemy would not come from inside Japan but from overseas; thus, coastal 
defense, naval technology, and naval weaponry  became  important. In short,  Kaikoku Heidan 
marked the transition of Japan’s model from a Chinese one to the model of modern Western 
countries; it is worthnoting that the conversion was quite long and complex.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magination of Maritime Nation
Just  like Hayashi  Shihei,  Honda Toshiaki  (本多利明，1743 1821),  a Japanese political‐  

economist who had studied Dutch Learning in the late Tokugawa period (Keene, Donald 1952), 
also noticed the “maritime nation” issue. What made Honda difference from Hayashi Shihei was 
his  identity  of  being  a  mathematician,  As  a  reason,  Honda  established  his  overseas  trade 
economic theory based on mathematics. He was also concerned about social issues, such as 
rural  famine  and increasing  homelessness  (Maeda  2009).  In  Honda’s  view,  those  social 
problems  were the  results  of  inadequate  domestic production;  in  other  words,  increasing 
population caused inadequate living resources, and  thus hindered domestic productivity. As a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overseas trade became an urgent matter. 

Concerning with his idea of overseas trade, Honda took China as a negative example, 
claiming China as a  “Hill Nation(山國)”, and thereby differentiating it from the maritime nation 
Japan. As a contrast to Japan’s attitude toward China, the maritime nations of Europe became a 
new model  to  learn  from.  In  his viewpoint,  China  was a  country  with  bad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because of surrounding by land rather than by sea. (Honda 1970a; Honda 1970b). 
On the contrary, he called the European nations “Seiyou”(西洋,　the Western ocean), idealizing it 
as a commonwealth ruled by morals. Portugal and Britain were nations which used marine trade 
and colonization as means  to enrich  their own countries, and to educate the natives of the 
colonized countries. He specifically took the United Kingdom as a model for Tokugawa Japan, 
claiming that Japan should develop the Kamchatka Peninsula, which was on the same latitude 
as the United Kingdom.  Honda Toshiaki also suggested that the Tokugawa government should 
develop the islands surrounding Japan to build  an interdependent  economic  trading sphere 
(Honda 1970b).

 Although  Honda  Toshiaki  advocated  the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trade,  his idea  of 
overseas trade was based on a state-led economic model. Since the state led overseas trade, 
military power was needed. But his ideas on external expansion emphasized on the overseas 
trade were basically related to his sympathy for Japanese domestic farmers; as we will discuss 
below,  we may also see  this kind of thoughts in the Asianism discourses of the Meiji Japan 
intellectuals.



As one of Hayashi and Honda’s colleagues,  Satō Nobuhiro (佐藤信淵，1769–1850)  ,  a 
Japanese political economist of the late Tokugawa period, also suggested overseas expansion. 
Besides  Dutch  Learning,  “Kokugaku  ( 國學，Nativist  Learning)”also  inspired  Sato.  In  his 
Udaikondō hisaku( A Secret  Strategy for  Expansion,  宇内混同秘策）,  he  urged  Japan to 
dominate the  world. He justified this call in terms of a Japan-centered bio-cosmology, which 
was established from the “mushuhi (産霊)” theory of ancient Japanese mythology through so-
called “Kukugaku” theory (Koyasu 1977). He even to some extent foresaw the course of history 
by suggesting that Japan take Manchuria as a first foothold on the continent; the final goal of 
this strategy was to conquer the China continent. 

In Satō ’s Keizai Yōryaku (The Epitome of Economy), he asserted that saving the world's 
common people was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imperial rulers. Japan, as the root of the world's 
nations,  would  certainly  be  able  to conquer the  barbarians  (Westerners),  thereby unifying 
nations all over the world. In fact, to conquer the world was to save the common people of the 
world; this was also the ultimate goal of Sato’s economic philosophy.

Satō’s idea of unifying the world through conquest could actually be seen as a form of 
utopianism, It was based not just on the Japan-centered bio-cosmology of Nativist thought but 
also on his awareness of the fact that Japan was a maritime nation (Satō 1927a). Due to his 
fear of  invasion by the United Kingdom  (Satō 1927b),  Satō suggested that  the Tokugawa 
government  should  embark on colo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reform policies on uninhabited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is ideas were actually later seen as a first  step towards 
developing  Japan's“southward  advance(南進)  ”strategy,  which  was  officially  adopted  as  a 
national strategy after the Meiji period.

Unlike Honda Toshiaki, Satō did not idealize the West; instead of taking the UK as a model 
to learn from, he regarded the UK as a potential enemy of Japan. Though Japan and the UK 
were both island countries surrounded by seas, Japan's geographical location was better than 
the UK’s. If Japan developed its policies of maritime trade and industry well enough, it would 
be the b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Satō 1927b). That was to say, rather than a subject country of 
China, Japan had the potential of defeating the Western maritime nations. Although Sato’s idea 
seemed very naïve, it did inspire other ideas of overseas expansion through the late Tokugawa 
period, including the ideas of Yoshida Shōin.

Many of the samurais who led the Meiji Restoration had previously studied under Yoshida 
Shōin (吉田松陰，1830-1859). When Matthew Perry visited Japan in 1853 and 1854, Yoshida 
Shōin and a friend went to Shimoda where Perry had anchored his “black ships”,  trying  to 
smuggle themselves on board.  Unfortunately, they were found  by Perry's troops and sent to 
the Tokugawa government’s jail. In jail, Yoshida wrote a book Yushuroku (Record from Prison, 
幽囚録).In this book, he explained the reasons  for his attempt to smuggle himself onto the 
American ships, suggesting that  the  Tokugawa government should conquer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like the ancient Empire of Japan did to its neighbors. He asserted that Japan should 
occupy Hokkaido, Okinawa, and expanded  its borderline  north to the Kamchatka Peninsula, 
Manchuria, and south to Taiwan and the Philippines.

Yoshida Shōin may have picked up these ideas on military expansion from Satō Nobuhiro 
(Kirihara 2009). Unlike  Satō, he did not believe in  the  Japan-centered bio-cosmology of the 
“mushuhi” theory of ancient Japanese myth; rather, Shōin used the glorious historical memory 
of the ancient Japanese emperors to justify the idea of military expansion(Kirihara 2009). For 
example, according to ancient Japanese historical records,  Korea had once been conquered 
by Japan, so Japan’s invasion of Korea was perfectly right.  Yoshida Shōin not only recognized 
the fact that Japan was a maritime nation but was also aware that the world had entered into a 
mechanical  age; machinery such as steam ships could make European nations neighbors to 
Japan.

Still,  Yoshida Shōin’s primary identity was  as a Samurai. Samurais usually adapted their 
measures  according  to  time  and  local  conditions,  so did Yoshida.  When  the  Tokugawa 
government  signed treatie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he  changed  his  ideas  from military 
expansionism to free trade (Kirihara 2009). Since he was the teacher of many heroes of the 
Meiji Restoration, Yoshida’s way of using the ancient emperor’s glorious historical memory to 



justify the ideas of military expansion was repeated after the Meiji Restoration5. 

The Imagination of Maritime Nation and the Discourses of Asia
The early Meiji  Period diplomatic policies were based on so-called Restoration thought, 

which recalled the “glorious historical memory” of Ancient Empire of Japan: for example, the 
historical  memory  that  Korea  had  once  been  subordinated  to  the Japanese  Empire.  After 
Korea’s refusal to accept the legitimacy of the Meiji Emperor as head of state of the Empire of 
Japan, people began to debate to conquest of Korea(征韓論，Seikanron). Saigō Takamori(  西郷隆
盛,  1828 –1877),  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samurai  at  that  time,  resigned because of 
Seikanron.  His  resignation  meant  the  failure  of  the  Japanese  emperor-centered  Asian 
diplomatic policy, which based on the “glorious historical memory” of Ancient Empire of Japan 
(Yoshio 2002). Since then, the diplomatic policies of Meiji government were based on the treaty 
system, meaning that Japan chose to take up the Western diplomatic system as its model. 
However, the idea of Emperor-centered Asian  diplomacy still  remained in  some intellectuals’ 
discourses,  resulting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many  Asianism  organizations (Yasuoka  1998; 
Hazama 2001); Tōhō Kyōkai(東邦協会, 1891) was one of them. In the following paragraphs, I will 
discuss the discourses of the members of  Tōhō Kyōkai to examine how their discourses of 
Maritime Nation in the early Meiji period connect to the emergence of Asianism.

First,  let  us look at the case of  Fukumoto Nichinan (福本日南,  1857-1921),  one of the 
members of  Tōhō Kyōkai.  He was very interested in overseas immigration. For example, in 
1886, he wrote a story called  Hankai monogatari: a new civilian’s story which  described how 
Burakumin (部落民，vulgar commoners) in Japan emigrated to the Philippine Islands and joined 
with the Filipinos to overthrow the Spanish colonial regime. From his narrative, we can see that 
he wanted to resist the Western countries for the revival of the Asians (Hirosei 2004). He also 
wrote  a book called “Kaikoku seidan (A Discussion of  the political  Problems of  a Maritime  
Nation，海国政談)” which apparently inherited the Maritime Nation Discourses of Hayashi Shihei. 
Similar to  Honda Toshiaki,  he thought the increase in the domestic population would result in 
inadequate living resources in Japan.  Overseas immigration was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Although he wanted to make Japan the hegemony of the Asia-Pacific, he was opposed to the 
excessive expansion of the Navy,  thereby led to his  criticism of  Afred Thayer  Mahan's  sea 
power theory (Fumoto 1911; Hirosei 2004). 

Konoe Atsumaro (近衛篤麿，1863 – 1904) is our second example. As a Japanese nobleman 
and the vice chairman of Tōhō Kyōkai, Konoe also claimed that being a maritime nation, Japan 
should engage in overseas trade, colonization, and the command of the seas of East Asia. He 
proposed an Asian  Monroe  Doctrine (1898),  declaring  that  “  the  orient  is  the  orient  of  the 
orient……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s of the orient is a matter for the 
inhabitants  of  the  orient” (Konoe  1968).  He  also  dedicated  himself  to  the  rapprochement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racial discourse was his main argument.  For Kono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white race” and the “yellow race|” seemed inevitable. Yet, the racial discourse was 
just a means of encouraging military defense against the  western powers, at the same time 
facilitating  a  rather  lucrative  trading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The superior  consciousness of 
Japan being a civilized nation was the intrinsic logic of his discourses. To realize his ideas, 
Konoe and some Meiji intellectuals established a Pan-Asian political movement called the East 
Asia  Common  Culture  Society  ( 東亞同文會 ,  Tōa  Dōbunkai),  which  promoted  mutual 
understandings and improvement in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Park 2008).

What should be noted here was that Konoe Atsumaro’s Asian Monroe doctrine was actually 
incited by the change in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olicy, as the U.S.  navy’s attempt to gain 
maritime domination of the Pacific Ocean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This change itself was largely 
brought about by the wide spread acceptance and influence of Afred Thayer Mahan's sea power 
theory. 

Mahan  wrote  a  book  called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sugges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aritime  trade,  the  need  for  colonies,  and  the  need  for 
expansion of the Navy. In his view, “sea power” not only referred to the domination of seas by 

5 But, Yoshida Shōin learned this from the Mito school.  The thoughts of  the Mito school also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in the 19th century Japan.



marine military forces but also includ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facilities associated with the Navy 
as a protection for  overseas trade (Mahan 1890). In 1892,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 was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Tōhō Kyōkai in Japan. Within two days, 
thousands of copies were being sold.

As mentioned before,  Fukumoto Nichinan had read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 and the book really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For example, Satō Tetsutarō (佐藤鉄太郎, 1866–1942), known as "the Mahan of Japan", 
published  History of the Empire's Defense (1908), and  the Revised History of  the Empire's  
Defense (1912), claiming the Navy as the central part of a nation’s military force. Sato’s books 
widely used ideas developed from Mahan’s naval plans(Asada 1993). 

In addition, Mahan's sea power theory also affected Tokutomi Sohō(徳富蘇峰，1863-1957),a 
famous  journalist and historian who established the Min'yusha (民友社) publishing company, 
publishing an  influential  newspaper  Kokumin  shimbun ( 国民新聞 ,  1890-1929). Kokumin 
shimbun（1894）published an editorial introducing Mahan’s sea power theory,  which strongly 
influenced Tokutomi Sohō. 

In fact,  Mahan’s theory led Tokutomi Sohō to think that  Japan  should confront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gain hegemony in the Asia-Pacific  after the Sino-
Japanese War. As a westernized ideologue, Tokutomi nonetheless began to promote the idea of 
Asianism as a means of resisting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fter the World War , SohōⅠ ’s Asianism transformed into an Asian Monroe  Doctrine.  In 
Taisho no seinen to teikoku no zento(The Young Men of  Taisho Era and the Future of  the  
Empire, 1917) , he declared that the Asia should be ruled by the Asians (Yonehara 2002).

Indeed, Sohō inherited nationalistic passion and Imperial household centrism from Yoshida 
Shōin; yet,  unlike Shōin and the other Pan-Asiaists mentioned above,  Soho’s  Asian Monroe 
doctrine was not based on the racial or cultural sense of solidarity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but on the idea of escaping from Asia (Datsu-A, 脱亞). That is to say, he never opposed Asia’s 
westernization, believed that Japan should be the tutor of other Asian countries in the process 
of Asia’s westernization (Yonehara 2002). In Sohō’s thought, Japan was obviously not a part of, 
but rather the leader of Asia. Such a contradiction made his Pan-Asian ideology hypocritical to 
other Asian countries. Unfortunately, this kind of expansionist thoughts of Asianism became the 
major ideology after the 1920s and 1930s.

To sum up, just like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was an emerging maritime nation ,taking the 
UK as a  precedent. Since the U.S. was much more similar  to the European countries than 
Japan in the aspect of color, race, and religion etc, it resulted in Japan’s resistance of the U.S. 
with the idea of expanisionist  Asiaism. Although this kind of expansionist thoughts of Asianism 
resulted from many historical accidents and reasons, at least we could say that the imagination 
of  the  maritime  nation  from  the  18th century  was  one  of  those key  factors which  make 
expanisionist Asianism possible. As the Immigration Act, which barred specifically immigration of 
people with origins in Japan, China etc, was passed through by the U.S. congress in 1924, it 
seemed that the only choice for Japan was to overcome the different colored “ West” in order to 
become the new “West”.

Conclusio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y Japanese maritime nation imagination was a factor leading Japan 

to escape from Asia; as a consequence, it  also encouraged  the  rise of Japanese Pan-Asian 
ideology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sea power theory served as one of the factors that lead to the 
emphasis on military overseas expansion in Japan’s (expanisionist)Asiaism. Such an Asianism 
decisively  influenced  Japan’s modern  history, serving as  an  ideological  justification  for  its 
military expansionism until 1945.

Although  Japan  is  no  longer  engage  in  the (expanisionist)Asiaism,  still  have  a  great 
influenc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some Japanese intellectuals still insist in the identity of 
maritime nation, asserting that Japan is a peaceful maritime nation which could be protected by 
the 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On the 
other side, China is urging to get the sea power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want to rebuild China 
as a maritime nation. It seems that the conflict of the two maritime nations is inevitable. So seas 



are no more just natural borders but also became fields of conflict in the East Asia. Maybe this 
also could be explained as a result of de-Asianization of the East Asian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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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ō, Nobuhiro(1927a), Boukaisaku, Tōkyō, Iwanami Shoten(Satō Nobuhiro Kagaku Zenshu gekkan)
Satō, Nobuhiro(1927b), Seiyo Rekkou Shiryaku, Tōkyō, Iwanami Shoten(Satō Nobuhiro Kagaku Zen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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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今度，筆者將進一歩思索此一問題，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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